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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过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曾经作为社会主

义工业中心的中国东北地区，增长势头远落后于

国内其他地区，风光不再。近年，东北的经济持

续下滑，再度吸引了社会各界目光。作为最先解

放的地区之一，东北一开始就肩负着恢复主要工

业产品生产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党恢复全国生产的策略是，先利用东北已有的残

损工业基础，建成工业基地，再以此为基础尽快

恢复国内工业生产。“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

了 156个项目，其中落实的 150项中，56个在东北

地区，占投资总额的44.3%，东北成为新中国工业

化的中心地带。20世纪50年代，这里建成了重要

的工业基地，发电量超过全国总量的一半，钢铁

生产水平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该地区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单位制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东

北的社会变迁。本文首先指出以理想型为主的单位制研究的局限性，强调单位制内部的异质性，单位制

社会形态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性，以及渐进式改革在历史时间上的不均匀性。受经济发展史影响，东北

地区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形成了一个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经济社会中心的“工业单位制社会”。在这样一

个社会形态下，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在这一地区产生了一系列非预期性后果。原本作为地方经济

中心的大中型企业解体后，地方政府重塑经济真空，权力增强，产生了一个两极分化的就业结构，加强了

“关系”的重要性，也导致了大量年轻人的流失。市场化改革没能使东北社会从曾经的单位制社会转变为

以市场契约精神为主导的市场社会，反而转变成了熟人网络社会。

［关键词］单位制 渐进式改革 东北 历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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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路密度也是全国最高。从 50年代到 80年

代，东北的区域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7％—

9％，但区域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14％。①

辽宁省在1978年是全国第二大省级经济体，

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国内生产总值仅低于人

口数量要大得多的江苏省，超过广东省 23%。而

到了2017年，辽宁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省级经济

体制中仅列第12位，不到江苏省和广东省的三分

之一（分别为 28%和 27%）。从 2015年开始，东北

地区的经济困局再度吸引了国内和国际的关注，

因为三省 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均低于

2%，辽宁省 2016年甚至出现负增长。②过去一

年，讨论东北问题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

少作者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保守心态”“体制问

题”“长子情结”“旧命令经济习惯”，官僚和腐败，

以及该地区不适合投资的营商环境。③概言之，

这些研究者大多认为东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

所形成的心态、制度与政治经济生态遗产，成为

市场化改革这一新时期的负累与阻碍。

有研究者将视野拓展至对不同国家的工业

化历史的类比分析，如考察同样是经历过早期工

业化的繁荣，又在后工业化时期衰落这一发展轨

迹的中国东北和美国“锈带”（rust belt）地区④。二

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曾经是重工业生产中心，遭

遇过大规模失业问题，又缺少后继发展动力，因

此东北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中国锈带”。⑤而另

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又使得东北问题

的产生机理与在一以贯之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形

成的美国“锈带”问题有很大不同。与此同时，同

处社会主义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也与其他地区

呈现出不同的走势：在整个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

下，东北地区成了一个“失败案例”，既缺少像浙

江盛行的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又没能像珠三角

地区一样，在全球化再分工中进行产业升级。概

言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背景下，东北地区既呈

现出了与美国“锈带”的相似之处，又相异于中国

其他地区。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东北地区

展现出来的社会变迁的独特轨迹呢？为什么以

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政策没能使东北这一工业基

地成功地生长出契约化、科层化、以市场规则配

置稀缺资源的经济社会？

笔者首先运用宏观历史分析的方法，找出回

答此问题的切入点。东北地区和美国“锈带”都

是曾经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主导的区域，美国“锈

带”进行工业化的外部经济环境是具有连续性的

市场制度，而东北地区则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

到市场体制的转变，那么根据米尔的求同法

（methods of agreement），初步可以推断，东北地区

和美国“锈带”的相似性是由于大型工业企业的

存在造成了“同”。将视野转向社会主义中国内

部，粗略地讲，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这

一改革进程，东北地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

都作为亲历者共同参与其中。现阶段关于东北

问题的思考多是指出计划经济对资源和经济行

为的控制，进而影响了地方经济活力。但计划经

济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这在上述地区间仍是

“同”，不能解释地区发展结果的“异”。若控制了

体制转变因素，通过求异法（methods of differ⁃
ence），笔者发现一个最主要的不同便是东北地区

在进入改革进程时的起始经济结构与东南沿海

地区不同：在改革初期，东北地区是一个以重型

工业企业为经济中心的社会。以上的初步比较

分析促使笔者进一步去思考大中型企业和东北

地区的关系，以及大中型企业如何影响了东北地

区的政治经济生态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主义

体制下的工业企业则必须要考虑单位制的作用，

而基于单位制的分析又必须关注到时间和空间

上异质的因果机制，否则一个抽象的恒量没有办

法解释清楚地区间的差异以及一个特定地区跨

历史时段的社会变迁。⑥

带着这些问题与思考，2016—2018年笔者在

辽宁省进行了田野调查，收集了地方史志、档案、

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包括人口和经济统计材料、

工厂档案，及个人私藏的档案，并对103位不同代

际的工厂职工进行了个人生活史访谈。本文所

做的尝试，意在超越现有的普遍以理想型分析为

主的单位分析模式，以时空更为具体的历史社会

学视角，把单位制放到长时段的历史变革当中，

分析单位制度是如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

互作用的。首先，通过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

组织的异质性在地理区位上产生的社会结构的

差别，以及在渐进式改革时间线上的差别，进而

讨论为什么一个突发性政策事件（event）会产生

一系列非预期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单位制，把握东北的发展

轨迹，以及丰富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

型的认识。

二、单位制与改革

单位研究的核心文献往往把单位作为一种

“理想型”社会组织来研究。⑦作为理想型的单位

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

基本组成部分，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个人

依赖着单位组织，社会活动离不开单位。单位为

个人提供退休金、医疗和住房，而个人的旅行、结

婚或生孩子等“私人生活事务”必须获得单位许

可。国家依赖单位组织整合社会，同时，也控制对

单位组织的资源分配。⑧由此，单位现象实际上

体现为双重依赖性：一方面，单位依赖国家提供

资源；另一方面单位成员依赖单位提供福利。⑨

这样的依附关系也产生出“依赖性结构”和成员

间的庇护关系。⑩

在以“理想型”的方式理解单位组织的主流

讨论之外，有许多学者意图通过对于单位制的起

源进行考察，来丰富对单位制内涵的理解，以甄

别出这一组织形式的独特性所在。路风对单位

体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在他看来，

单位的雏形起源于根据地的组织形式和供给制，

共产党继承了革命中群众运动这种组织手段，并

继续在城市社会中执行以改善落后的城市经济，

并发动工业化。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破坏了

科层体制和规章制度，而正式的国家管理体制和

法制又没有建起，因此，社会基层组织成了国家

权力的行政工具。在这一情况下，单位体制主要

建立在了人身依附的关系之上。其他学者也曾

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单位制的成形是面对

工业化的挑战，在社会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

国家为了达成有效调控的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制

度选择的结果。田毅鹏指出，前人研究多忽略

了单位制起源中工业主义这一面向，强调单位制

是基于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原则建立起

来的社会组织方案。卞历南指出中国的国有企

业系统，包括这一系统的官僚体系、管理与激励

系统、社会服务和福利的提供，皆可在 1937—
1945年的战争时期中找到制度原型，他将大型国

营组织的制度化过程与全面而持续的战时危机

与中国传统社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与官僚体

系联系起来，着力考察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组织体

制与传统社会的延续性。

对单位制起源问题的各种解释为单位研究

带入了历史视角，但这类考察仍是集中于历史向

度的一端。对单位组织与改革关系的研究，目前

看来还未有定论。对此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

90年代，一部分学者将单位制作为一种和市场化

改革目标相对立的组织形态，认为它和市场是此

消彼长的关系。路风认为，“无论人们是否愿意，

单位体制终究是会被改变的。单位组织形式是

国营经济部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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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转变因素，通过求异法（methods of differ⁃
ence），笔者发现一个最主要的不同便是东北地区

在进入改革进程时的起始经济结构与东南沿海

地区不同：在改革初期，东北地区是一个以重型

工业企业为经济中心的社会。以上的初步比较

分析促使笔者进一步去思考大中型企业和东北

地区的关系，以及大中型企业如何影响了东北地

区的政治经济生态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主义

体制下的工业企业则必须要考虑单位制的作用，

而基于单位制的分析又必须关注到时间和空间

上异质的因果机制，否则一个抽象的恒量没有办

法解释清楚地区间的差异以及一个特定地区跨

历史时段的社会变迁。⑥

带着这些问题与思考，2016—2018年笔者在

辽宁省进行了田野调查，收集了地方史志、档案、

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包括人口和经济统计材料、

工厂档案，及个人私藏的档案，并对103位不同代

际的工厂职工进行了个人生活史访谈。本文所

做的尝试，意在超越现有的普遍以理想型分析为

主的单位分析模式，以时空更为具体的历史社会

学视角，把单位制放到长时段的历史变革当中，

分析单位制度是如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

互作用的。首先，通过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

组织的异质性在地理区位上产生的社会结构的

差别，以及在渐进式改革时间线上的差别，进而

讨论为什么一个突发性政策事件（event）会产生

一系列非预期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单位制，把握东北的发展

轨迹，以及丰富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

型的认识。

二、单位制与改革

单位研究的核心文献往往把单位作为一种

“理想型”社会组织来研究。⑦作为理想型的单位

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

基本组成部分，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个人

依赖着单位组织，社会活动离不开单位。单位为

个人提供退休金、医疗和住房，而个人的旅行、结

婚或生孩子等“私人生活事务”必须获得单位许

可。国家依赖单位组织整合社会，同时，也控制对

单位组织的资源分配。⑧由此，单位现象实际上

体现为双重依赖性：一方面，单位依赖国家提供

资源；另一方面单位成员依赖单位提供福利。⑨

这样的依附关系也产生出“依赖性结构”和成员

间的庇护关系。⑩

在以“理想型”的方式理解单位组织的主流

讨论之外，有许多学者意图通过对于单位制的起

源进行考察，来丰富对单位制内涵的理解，以甄

别出这一组织形式的独特性所在。路风对单位

体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在他看来，

单位的雏形起源于根据地的组织形式和供给制，

共产党继承了革命中群众运动这种组织手段，并

继续在城市社会中执行以改善落后的城市经济，

并发动工业化。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破坏了

科层体制和规章制度，而正式的国家管理体制和

法制又没有建起，因此，社会基层组织成了国家

权力的行政工具。在这一情况下，单位体制主要

建立在了人身依附的关系之上。其他学者也曾

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单位制的成形是面对

工业化的挑战，在社会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

国家为了达成有效调控的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制

度选择的结果。田毅鹏指出，前人研究多忽略

了单位制起源中工业主义这一面向，强调单位制

是基于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原则建立起

来的社会组织方案。卞历南指出中国的国有企

业系统，包括这一系统的官僚体系、管理与激励

系统、社会服务和福利的提供，皆可在 1937—
1945年的战争时期中找到制度原型，他将大型国

营组织的制度化过程与全面而持续的战时危机

与中国传统社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与官僚体

系联系起来，着力考察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组织体

制与传统社会的延续性。

对单位制起源问题的各种解释为单位研究

带入了历史视角，但这类考察仍是集中于历史向

度的一端。对单位组织与改革关系的研究，目前

看来还未有定论。对此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

90年代，一部分学者将单位制作为一种和市场化

改革目标相对立的组织形态，认为它和市场是此

消彼长的关系。路风认为，“无论人们是否愿意，

单位体制终究是会被改变的。单位组织形式是

国营经济部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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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将个人和社会从单位

以及任何具有人身依附和封闭特征的组织结构

中解放出来，并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体系”。曹

锦清和陈中亚认为，在单位组织中，个人并不是独

立的一员，而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部件，需要服从

集体利益，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形态是契

约化和科层化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应当

是高度个人利益导向的。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

迅速发展，单位组织必然会逐渐衰落和解体。

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是单位制和市场化改革

并不是完全对立和相互否定的关系。刘建军指

出，市场经济并非否定单位体制，而是通过单位

体制内在逻辑的更新，实现社会调控体系的再

造。刘平则从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工出发，提出

新单位制和二元社会的视角，进而指出，在新的

社会分工要求下，单位体制和市场体制可以共

存。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道出了单位制与单位组

织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不同命运或出路，但仍旧未

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不同单位在渐进式改革过

程中与市场机制和国家政策的互动，以及与先在

的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互构过程。

那么，既有研究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

社会又是如何认识的呢？以“理想型”单位为依

托，多数研究对改革前的社会形态的描述也是理

想型的。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孙立平，他

把改革前的再分配体制社会理解为“总体性社

会”，并指出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的特点是结构

分化程度很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心高度

重叠，国家全面垄断经济和社会资源，实现对社

会生活的全面控制。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的形

成，是通过单位作为组织中介实现的。相较于上

述从资源配置和控制的视角来总体把握社会的

思路，研究者还注意到单位组织间“高度同构”的

现象，将单位制社会的形态比作蜂窝状社会：每

一个蜂窝单元的组织功能是综合式的，像一个小

社会，而每一个组织单元都高度相似，相互独立，

大小相近，组织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以上通过

“理想型”单位组织的方式来认识改革前中国社

会的观点，尽管能在总体上把握单位及其现象的

特点，但是将“单位”作无差别化理解的尝试，导

致我们无法深入其中去洞悉在制度环境和经济

变迁的大背景下，单位组织内部、组织边界，以及

单位深嵌其中的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

如果我们走向具体的历史情境，探究单位组

织、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我们就会

发现单位制内部的异质性和单位制社会形态的

地域差别。举例而言，在计划经济之下，名义上

城镇居民的生活皆由“单位”解决，但并不是所有

的单位都会建立自己的学校，为单位子女提供小

学、初中、高中的教育，只有规模足够大的单位才

会这样做。因为只有当职工人数足够多，单位才

会觉得自己建校解决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让

他们去市属或者区属学校更为便利。有些单位，

比如说中央直属的汽车厂，拥有设备齐全的医

院，但另一些单位，如市属的小型自行车配件厂，

则只有配置的卫生所。如此看来，即便是在统一

的再分配体制下，单位在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方

式和能力上仍存在分化。毫无疑问，已有研究并

未否认单位之间存在异质性，但单位组织与地方

社会结构相互塑造的复杂性仍有待说明。对此，

笔者的初步发现是：在计划经济中规模越大、重

要性越强、级别越高的单位更接近于为成员提供

方方面面社会服务和福利的“理想型”单位。这

种单位层面的特征差别在地理区位上进一步造

成差异：大规模单位聚集越多的地方，单位成员

的生活越可能完全被单一单位所覆盖，跨单位解

决问题的可能性越小，成员对于单位的依赖性越

强，地方社会形态也越接近于国家控制资源，以

单位边界做切割，单位成员对单位全面依赖的理

想型“总体性社会”。

同样，要理解改革进程开启后单位体制的动

态变迁，势必也要超越市场化改革和单位制社会

二元对立的线性认知，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

“渐进式改革”的内容和时间性进一步把握。渐

进式改革并未从一开始就取消单位制，而是首先

改变了单位的资源来源：单位从最开始的依附于

中央政府，逐渐变成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渠道获取

资源。一旦当我们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涉及资源

的双重渠道的改变，再加上单位本身存在的异质

性，我们就会发现“渐进式改革”并非是均匀渐变

的，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对于部分单位来说甚至是

突变的，进而在地方社会变迁中造成了深远的

影响。

本文超越以往把单位视为一种理想型组织

形式的视角，把单位体制的变革放到历史过程

中，强调地区间单位集聚的方式不同造成了社会

结构上的差异，并且基于对时间性要素的考察，

呈现出渐进式改革其实并不均匀的历史轨迹。

此几点理论思考对于我们理解改革以来东北地

区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作用。

三、东北地区工业单位制

社会的形成与特点

（一）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单位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恢复并发展国内经

济建设，国家在东北地区投入大量资源，兴建了

大量工厂，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依托

国家政策在东北建起的工业产业集群使得工业

组织在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超常的重

要性。与地方政府相比而言，工业组织成为了主

导这一进程的关键力量。工业企业单位成形的

同时，也对城市生活空间进行了形塑。

在兴建东北的初期，“先厂后市”和“因矿兴

市”是大型工矿单位坐落地区的典型特征。这些

早期建造的厂矿，因其成立时间先于城市基础建

设，因此都是自行投入资源，配置生产设施，满足

工业生产和职工的生活需求。举例来说，新中国

成立初期电力不足，一些大型厂矿，比如本溪煤

铁公司和抚顺矿务局，便自建发电厂供电。依

托鞍钢而生的鞍山市，鞍钢的生活区建设便是鞍

山市的城市建设。再比如，位于沈阳，偏居城市

一隅的一家金属加工厂，在 20世纪 70年代出资

修了一条从工厂到市中心的公路，这便是跨出了

原有单位边界，承担了城市化的责任。在“建厂

便是建城”“兴矿就是兴市”的逻辑下，这些城市

逐渐发展出社会公共事业。

在这些地区，大型厂矿在地方事务上权威很

高。不仅因其在建设生活区上的重要性，也和厂

矿领导的政治级别高有关。由于我国经济管理

体制长期存在条条经济和块块经济的分割，部分

大型工矿的主管在政治级别上要高于地方政府

的干部。例如，20世纪60年代鞍钢的党委书记同

时也是鞍山市第一书记，高于区级干部。而东北

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举国工业化的号召下，由于

工业企业单位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曾出现

“弱势化”的趋向。因此，在东北的城市中，位于

城市中心地位的是以企事业机构为核心的单位

及其制度，“街居制”（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则属

于“剩余体制”。

东北地区的工业组织在地方政治经济上的

重要性在改革初期得到进一步彰显，主要体现在

解决了知青回城就业的危机。笔者强调这一就

业危机的重要性，是因为注意到1962—1979年辽

宁省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在全国居首。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辽宁省城市化程度高，另一方面

则是后期企事业单位动员得力。以具体数据来

看，辽宁省 1962—1979年动员下乡知青 2013400
人，占全国总数的11.3%，东北三省总共动员下乡

知青 4524000人，占全国总数的 25.5%。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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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将个人和社会从单位

以及任何具有人身依附和封闭特征的组织结构

中解放出来，并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体系”。曹

锦清和陈中亚认为，在单位组织中，个人并不是独

立的一员，而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部件，需要服从

集体利益，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形态是契

约化和科层化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应当

是高度个人利益导向的。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

迅速发展，单位组织必然会逐渐衰落和解体。

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是单位制和市场化改革

并不是完全对立和相互否定的关系。刘建军指

出，市场经济并非否定单位体制，而是通过单位

体制内在逻辑的更新，实现社会调控体系的再

造。刘平则从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工出发，提出

新单位制和二元社会的视角，进而指出，在新的

社会分工要求下，单位体制和市场体制可以共

存。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道出了单位制与单位组

织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不同命运或出路，但仍旧未

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不同单位在渐进式改革过

程中与市场机制和国家政策的互动，以及与先在

的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互构过程。

那么，既有研究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

社会又是如何认识的呢？以“理想型”单位为依

托，多数研究对改革前的社会形态的描述也是理

想型的。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孙立平，他

把改革前的再分配体制社会理解为“总体性社

会”，并指出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的特点是结构

分化程度很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心高度

重叠，国家全面垄断经济和社会资源，实现对社

会生活的全面控制。这样一个总体性社会的形

成，是通过单位作为组织中介实现的。相较于上

述从资源配置和控制的视角来总体把握社会的

思路，研究者还注意到单位组织间“高度同构”的

现象，将单位制社会的形态比作蜂窝状社会：每

一个蜂窝单元的组织功能是综合式的，像一个小

社会，而每一个组织单元都高度相似，相互独立，

大小相近，组织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以上通过

“理想型”单位组织的方式来认识改革前中国社

会的观点，尽管能在总体上把握单位及其现象的

特点，但是将“单位”作无差别化理解的尝试，导

致我们无法深入其中去洞悉在制度环境和经济

变迁的大背景下，单位组织内部、组织边界，以及

单位深嵌其中的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

如果我们走向具体的历史情境，探究单位组

织、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我们就会

发现单位制内部的异质性和单位制社会形态的

地域差别。举例而言，在计划经济之下，名义上

城镇居民的生活皆由“单位”解决，但并不是所有

的单位都会建立自己的学校，为单位子女提供小

学、初中、高中的教育，只有规模足够大的单位才

会这样做。因为只有当职工人数足够多，单位才

会觉得自己建校解决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让

他们去市属或者区属学校更为便利。有些单位，

比如说中央直属的汽车厂，拥有设备齐全的医

院，但另一些单位，如市属的小型自行车配件厂，

则只有配置的卫生所。如此看来，即便是在统一

的再分配体制下，单位在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方

式和能力上仍存在分化。毫无疑问，已有研究并

未否认单位之间存在异质性，但单位组织与地方

社会结构相互塑造的复杂性仍有待说明。对此，

笔者的初步发现是：在计划经济中规模越大、重

要性越强、级别越高的单位更接近于为成员提供

方方面面社会服务和福利的“理想型”单位。这

种单位层面的特征差别在地理区位上进一步造

成差异：大规模单位聚集越多的地方，单位成员

的生活越可能完全被单一单位所覆盖，跨单位解

决问题的可能性越小，成员对于单位的依赖性越

强，地方社会形态也越接近于国家控制资源，以

单位边界做切割，单位成员对单位全面依赖的理

想型“总体性社会”。

同样，要理解改革进程开启后单位体制的动

态变迁，势必也要超越市场化改革和单位制社会

二元对立的线性认知，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

“渐进式改革”的内容和时间性进一步把握。渐

进式改革并未从一开始就取消单位制，而是首先

改变了单位的资源来源：单位从最开始的依附于

中央政府，逐渐变成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渠道获取

资源。一旦当我们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涉及资源

的双重渠道的改变，再加上单位本身存在的异质

性，我们就会发现“渐进式改革”并非是均匀渐变

的，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对于部分单位来说甚至是

突变的，进而在地方社会变迁中造成了深远的

影响。

本文超越以往把单位视为一种理想型组织

形式的视角，把单位体制的变革放到历史过程

中，强调地区间单位集聚的方式不同造成了社会

结构上的差异，并且基于对时间性要素的考察，

呈现出渐进式改革其实并不均匀的历史轨迹。

此几点理论思考对于我们理解改革以来东北地

区的社会变迁具有重要作用。

三、东北地区工业单位制

社会的形成与特点

（一）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单位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恢复并发展国内经

济建设，国家在东北地区投入大量资源，兴建了

大量工厂，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依托

国家政策在东北建起的工业产业集群使得工业

组织在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超常的重

要性。与地方政府相比而言，工业组织成为了主

导这一进程的关键力量。工业企业单位成形的

同时，也对城市生活空间进行了形塑。

在兴建东北的初期，“先厂后市”和“因矿兴

市”是大型工矿单位坐落地区的典型特征。这些

早期建造的厂矿，因其成立时间先于城市基础建

设，因此都是自行投入资源，配置生产设施，满足

工业生产和职工的生活需求。举例来说，新中国

成立初期电力不足，一些大型厂矿，比如本溪煤

铁公司和抚顺矿务局，便自建发电厂供电。依

托鞍钢而生的鞍山市，鞍钢的生活区建设便是鞍

山市的城市建设。再比如，位于沈阳，偏居城市

一隅的一家金属加工厂，在 20世纪 70年代出资

修了一条从工厂到市中心的公路，这便是跨出了

原有单位边界，承担了城市化的责任。在“建厂

便是建城”“兴矿就是兴市”的逻辑下，这些城市

逐渐发展出社会公共事业。

在这些地区，大型厂矿在地方事务上权威很

高。不仅因其在建设生活区上的重要性，也和厂

矿领导的政治级别高有关。由于我国经济管理

体制长期存在条条经济和块块经济的分割，部分

大型工矿的主管在政治级别上要高于地方政府

的干部。例如，20世纪60年代鞍钢的党委书记同

时也是鞍山市第一书记，高于区级干部。而东北

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举国工业化的号召下，由于

工业企业单位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曾出现

“弱势化”的趋向。因此，在东北的城市中，位于

城市中心地位的是以企事业机构为核心的单位

及其制度，“街居制”（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则属

于“剩余体制”。

东北地区的工业组织在地方政治经济上的

重要性在改革初期得到进一步彰显，主要体现在

解决了知青回城就业的危机。笔者强调这一就

业危机的重要性，是因为注意到1962—1979年辽

宁省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在全国居首。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辽宁省城市化程度高，另一方面

则是后期企事业单位动员得力。以具体数据来

看，辽宁省 1962—1979年动员下乡知青 2013400
人，占全国总数的11.3%，东北三省总共动员下乡

知青 4524000人，占全国总数的 25.5%。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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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总共动员下乡

知青2360600人，占全国总数的13.3%。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知青（大多是 50年代

生人）大规模回城，同时，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的60
年代生人也到了工作年龄，两股就业大潮的叠加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就业危机。面对这一

危机，工业企业单位承担了安置子弟就业的政治

任务。安置子弟就业的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

接班制度。在接班制度下，父母可以退休，其在

单位的“位置”由子女接替。 但在这样的制度安

排下，一位父亲或母亲仅能为一个子女提供工作

岗位，这种“一对一”的置换并不能有效解决大规

模的就业危机。由此，另一种具有更强吸纳能力

的制度设置应运而生，即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创建

“大集体”，这在东北尤为突出。

在与同期东南沿海地区处理就业问题的模

式对比中，我们能够更直观地把握东北地区的特

点。有数据显示，1979—1982年辽宁省共安置城

镇待业人员 264万人，这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通

过接班、招工以及全民办集体等方式安置了

52%，相比之下，只有 1.82％的人自谋职业，6.2%
从事临时工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

省同一时期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 164万人，全民

所有制单位仅安置了24.1%，有29.9%是个体就业

或者临时就业。

总体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及市场化改革初

期的几年间，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单位始终是国

家总体性政策最为得力的承担者。在此过程中，

伴随着单位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及其意涵的扩展，

其社会的向度也相应展开。从表 1 可以看出，

1985年东北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占地方就业人

口的比例（43%），所占地方经济工业产出的比例

（62%），皆高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30%和

45%）。与此同时，重工业这两个指标的占比也要

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见表1）。笔者接下来会

说明东北地区是怎样在 80年代形成工业单位制

社会的。

（二）东北地区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形成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初所发生的就业

危机，在东北以“谁家孩子谁抱走”的逻辑由单位

平稳、快速地解决了，并未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动

荡。而此种短时间内大规模吸纳就业人员的做

法与计划经济时期对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

的严格控制大有不同。在70年代及以前，工厂自

主招工的权力很有限，只有当指令性生产计划批

准工厂扩大生产规模时，工厂才会按照指定名额

扩大职工人数。80年代初期突击解决就业危机

的权宜之计在解决了危机的同时也把地方的大

部分人口都集中到了单位内部，在动荡的时期对

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企业单位以“父爱式”的手段解决

就业危机，“全民”套“大集体”的就业结构进一步

促成了小家庭嵌套式的单位制社会，其结果表现

为单位人的家庭和工作关系网络高度重合。这

种小家庭的嵌套，其内涵已经超越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形成的夫妻双方在同一工厂就业，而是扩展

为两代人的嵌套。大量 50年代和 60年代生人进

入单位后，多数人会与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同龄人

结婚，这导致了家庭关系与工作关系进一步在单

位边界内部重合。这种“内婚”倾向在大中型工

业企业单位中尤为明显。这首先是因为年轻人

都想和“好单位”的人结婚，而在东北地区，80年

代的好单位一般是指大中型重工业企业。笔者

查阅的红旗机械厂的职工记录显示，有 71%的职

工配偶在同厂工作。加之东北地区新中国成立

以后出生率较高，家庭规模普遍较大，则更为明

显。一位前机床厂的职工和笔者提到，他妻子一

家五个女儿都是机床厂职工，且全部嫁给了机床

厂的男性职工，而这五位丈夫中又有四位来自机

床厂家庭。

市场化改革的最初十年，追求终身的稳定就

业是单位人相当普遍的倾向。若要在一个固定

的单位干一辈子，便自然会重视此一固定就业场

所中的上升渠道和荣誉获得。当时，大部分单位

人的生活条件相差无几，居住条件上均为单位统

一分房，工资提升和计算由单位按照既有政策进

行，和职工的职务级别以及职称挂钩。在各家经

济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单位人重视的是好好

工作，获得荣誉和上级的承认，从而在单位内部

慢慢产生向上流动。“三八红旗手”的奖状、刻有

“劳动模范”的搪瓷杯、写着“模范职工”的背心，

都是当时单位内部荣誉的具象表征。80年代企

业效益好，大部分新职工工作积极性高涨。笔者

在田野中遇到的多位访谈对象都曾经回忆 80年

代清晨上班时铁西区的自行车壮景，每个人都觉

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想要在这一时期的单位中实现上升性流动

就要遵循这个小世界的规则，“一老本实”地把本

职工作做好就是最稳妥的方式。相比较而言，

做小生意等经济行为则是不受社会尊重的，有时

地方上还会产生对小生意人的蔑视。在东北，一

种典型的现象是，市场化改革初期单位人普遍认

为，一个合格的单位人并不应该参与市场或商业

行为，因为这些行为被认为是低“社会评价”的，

只有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才会去追求。访谈

时，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80年代在东北做生意

的大多是监狱里放出来的。现在已经难以求证

这是一个事实，还是仅仅是当地人共享的一种对

于生意人的污名化想象。但这样一种想象的存

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意人并不那么受欢

迎的社会现实，或者说只有边缘群体才会通过做

生意谋生活的普遍观念。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

当时占据东北社会主体的单位人的心目中，只有

当地社会中的“边缘人”，无法通过地方社会主流

渠道找到工作或进行向上流动，才会追求自营

职业。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应对就业危机的过程

中，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自身内部的结构被重塑

的同时，也同步塑造了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大中型工业企业把大量经济人口纳入自身，强化

了地方人口对“大单位”的就业偏好和认同，也加

剧了后续进行企业转型的困难。重构后的工业

企业单位塑造了其成员的社区和家庭社会网络，

对就业和流动性的理解，以及对荣誉的偏好。东

北地区由此形成了一个工业单位制社会。具体

来说，这一工业单位制社会的特点是：大中型工

业企业作为地方经济中心和就业中心，地方人员

的社会网络、工作内容以及社会流动围绕企业单

大中型国有企业

重工业企业

工业产值占比

职工人数占比

工业产值占比

职工人数占比

辽宁省

65%
43%
71%
70%

东北三省

62%
43%
69%
69%

中国其他地区

45%
30%
53%
53%

表1：东北地区经济和就业特点（1985年）

数据来源: 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5年工业普查资料》第 4
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版。

注：中国其他地区平均值计算不包括直辖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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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总共动员下乡

知青2360600人，占全国总数的13.3%。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知青（大多是 50年代

生人）大规模回城，同时，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的60
年代生人也到了工作年龄，两股就业大潮的叠加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就业危机。面对这一

危机，工业企业单位承担了安置子弟就业的政治

任务。安置子弟就业的方式主要有二。其一是

接班制度。在接班制度下，父母可以退休，其在

单位的“位置”由子女接替。 但在这样的制度安

排下，一位父亲或母亲仅能为一个子女提供工作

岗位，这种“一对一”的置换并不能有效解决大规

模的就业危机。由此，另一种具有更强吸纳能力

的制度设置应运而生，即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创建

“大集体”，这在东北尤为突出。

在与同期东南沿海地区处理就业问题的模

式对比中，我们能够更直观地把握东北地区的特

点。有数据显示，1979—1982年辽宁省共安置城

镇待业人员 264万人，这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通

过接班、招工以及全民办集体等方式安置了

52%，相比之下，只有 1.82％的人自谋职业，6.2%
从事临时工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

省同一时期共安置城镇待业人员 164万人，全民

所有制单位仅安置了24.1%，有29.9%是个体就业

或者临时就业。

总体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及市场化改革初

期的几年间，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单位始终是国

家总体性政策最为得力的承担者。在此过程中，

伴随着单位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及其意涵的扩展，

其社会的向度也相应展开。从表 1 可以看出，

1985年东北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占地方就业人

口的比例（43%），所占地方经济工业产出的比例

（62%），皆高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30%和

45%）。与此同时，重工业这两个指标的占比也要

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见表1）。笔者接下来会

说明东北地区是怎样在 80年代形成工业单位制

社会的。

（二）东北地区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形成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初所发生的就业

危机，在东北以“谁家孩子谁抱走”的逻辑由单位

平稳、快速地解决了，并未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动

荡。而此种短时间内大规模吸纳就业人员的做

法与计划经济时期对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

的严格控制大有不同。在70年代及以前，工厂自

主招工的权力很有限，只有当指令性生产计划批

准工厂扩大生产规模时，工厂才会按照指定名额

扩大职工人数。80年代初期突击解决就业危机

的权宜之计在解决了危机的同时也把地方的大

部分人口都集中到了单位内部，在动荡的时期对

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企业单位以“父爱式”的手段解决

就业危机，“全民”套“大集体”的就业结构进一步

促成了小家庭嵌套式的单位制社会，其结果表现

为单位人的家庭和工作关系网络高度重合。这

种小家庭的嵌套，其内涵已经超越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形成的夫妻双方在同一工厂就业，而是扩展

为两代人的嵌套。大量 50年代和 60年代生人进

入单位后，多数人会与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同龄人

结婚，这导致了家庭关系与工作关系进一步在单

位边界内部重合。这种“内婚”倾向在大中型工

业企业单位中尤为明显。这首先是因为年轻人

都想和“好单位”的人结婚，而在东北地区，80年

代的好单位一般是指大中型重工业企业。笔者

查阅的红旗机械厂的职工记录显示，有 71%的职

工配偶在同厂工作。加之东北地区新中国成立

以后出生率较高，家庭规模普遍较大，则更为明

显。一位前机床厂的职工和笔者提到，他妻子一

家五个女儿都是机床厂职工，且全部嫁给了机床

厂的男性职工，而这五位丈夫中又有四位来自机

床厂家庭。

市场化改革的最初十年，追求终身的稳定就

业是单位人相当普遍的倾向。若要在一个固定

的单位干一辈子，便自然会重视此一固定就业场

所中的上升渠道和荣誉获得。当时，大部分单位

人的生活条件相差无几，居住条件上均为单位统

一分房，工资提升和计算由单位按照既有政策进

行，和职工的职务级别以及职称挂钩。在各家经

济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单位人重视的是好好

工作，获得荣誉和上级的承认，从而在单位内部

慢慢产生向上流动。“三八红旗手”的奖状、刻有

“劳动模范”的搪瓷杯、写着“模范职工”的背心，

都是当时单位内部荣誉的具象表征。80年代企

业效益好，大部分新职工工作积极性高涨。笔者

在田野中遇到的多位访谈对象都曾经回忆 80年

代清晨上班时铁西区的自行车壮景，每个人都觉

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想要在这一时期的单位中实现上升性流动

就要遵循这个小世界的规则，“一老本实”地把本

职工作做好就是最稳妥的方式。相比较而言，

做小生意等经济行为则是不受社会尊重的，有时

地方上还会产生对小生意人的蔑视。在东北，一

种典型的现象是，市场化改革初期单位人普遍认

为，一个合格的单位人并不应该参与市场或商业

行为，因为这些行为被认为是低“社会评价”的，

只有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才会去追求。访谈

时，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80年代在东北做生意

的大多是监狱里放出来的。现在已经难以求证

这是一个事实，还是仅仅是当地人共享的一种对

于生意人的污名化想象。但这样一种想象的存

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生意人并不那么受欢

迎的社会现实，或者说只有边缘群体才会通过做

生意谋生活的普遍观念。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

当时占据东北社会主体的单位人的心目中，只有

当地社会中的“边缘人”，无法通过地方社会主流

渠道找到工作或进行向上流动，才会追求自营

职业。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应对就业危机的过程

中，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自身内部的结构被重塑

的同时，也同步塑造了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大中型工业企业把大量经济人口纳入自身，强化

了地方人口对“大单位”的就业偏好和认同，也加

剧了后续进行企业转型的困难。重构后的工业

企业单位塑造了其成员的社区和家庭社会网络，

对就业和流动性的理解，以及对荣誉的偏好。东

北地区由此形成了一个工业单位制社会。具体

来说，这一工业单位制社会的特点是：大中型工

业企业作为地方经济中心和就业中心，地方人员

的社会网络、工作内容以及社会流动围绕企业单

大中型国有企业

重工业企业

工业产值占比

职工人数占比

工业产值占比

职工人数占比

辽宁省

65%
43%
71%
70%

东北三省

62%
43%
69%
69%

中国其他地区

45%
30%
53%
53%

表1：东北地区经济和就业特点（1985年）

数据来源: 国务院全国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5年工业普查资料》第 4
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年版。

注：中国其他地区平均值计算不包括直辖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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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位展开。

四、渐进式改革：

双重资源渠道与政策调整

在上述的分析中，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改革初

期，在再分配体制下国家政策是如何经由单位制

度在东北地区塑造了一个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

主导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的，接下来要将市场化改

革这一“变量”纳入讨论。前文曾指出，在考察单

位制在渐进式改革中的变迁时，要着重分析的一

个变化是：单位获取资源的渠道从一开始的单一

渠道，变成了市场和国家共同配置资源的双重渠

道。区分出双重渠道，再加上单位制本身就存在

的异质性，渐变式改革就不是单一、抽象、均匀的

“渐变”，而是很可能呈现出多种时间性。

在双重渠道下，大中型工业企业一开始从两

种渠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都较强。因此，中国市

场经济起步的头十年，大多数国有企业并不是一

下子就受到新兴私营企业的威胁，反而显示出前

所未有的优越性。国有企业对于技术和原材料

的垄断造成了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卖方市场。不

过，这些企业的起始优势并非指高精尖的技术，

毋宁是指东北地区诸企业具备生产时钟、自行

车、彩电等基本消费品的基本生产原料、流水线

生产设施和组装知识，相较而言，刚刚起步的私

营经济显然不具备生产能力。重工业企业与生

产普通消费品的国有企业相比，具有额外的优

势，因为其原材料供应往往是受国家控制的，并

非随处可得，产品流通也多是依照计划进行。总

之，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拥有技术、人

员、原材料等优势，进而形成垄断壁垒，因此可以

在不完全市场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获取资源。

更重要的是，大中型工业企业从国家获取资

源的能力也较强。国家一方面认为这样的大企

业不能轻易破产，否则会挑战经济体制的合法

性，导致地方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国家还需要

大企业承担一些国家生产任务和计划，不能轻易

放开原材料供给和产品流通渠道。对比来看，在

双重渠道下，小型企业单位则具有双重劣势。主

要体现在：第一，在逐渐开放的市场竞争中，小企

业仍实行软预算约束政策，因而在管理上并不如

新兴的私营企业灵活、逐利，在从市场中获取资

源的竞争中没有优势；第二，国家认为小型企业

对地方社会稳定的影响较小，如果这些单位经济

陷入困境，国家并不会担心产生大规模的动荡，

于是在为小型单位提供资源上动力不足。

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大中型工业企业

享受市场垄断和国家保护的双重优势，经历了一

定程度的扩张。这一时期，政府允许企业逐步保

留其生产盈余，使得企业有权力自行处理从巨大

的卖方市场优势中取得的收入。不过，在用途上，

企业单位并没有把这些新获得的可自行支配的收

入投入到生产设备的改进之中，而是投入到为职

工建房和提供福利，改善职工居住环境和生活水

平，这也吸引了更多地方经济人口进入大中型工

业企业就业，尤其是重工业企业。因此，在改革

初期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非但没有缩

减，反而因其优势吸引了更多的适龄经济人口。

数据显示，在改革前十年，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在

东北地区吸引就业人口达到顶峰（见图1）。
尽管双重资源渠道使得大中型工业企业在

改革初期有了先发优势，但这一先发优势并不是

持续的，随着双重渠道的改变，大中型工业企业

汲取资源的能力也产生了变化。随后的时间里，

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市场的发展和国家对于国

有企业的态度转变逐渐挤压了大中型工业企业

的资源总量，这一双重资源的获取方式，也没有

能够持续为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稳定存续提

供保障。

一方面，就大中型工业企业身处其中的市场

而言，通过“进入壁垒”而获得的优势，是由企业

所处的行业特征所决定，如果某个行业的进入壁

垒是由于暂时的资金不足而无法购置必要设备，

或是体制外人员暂时无法获取生产技术而造成

的，那么经由这种保护壁垒从市场获取资源的优

势就不是持久性的。当然，如果技术和生产设施

比较复杂，比如重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那么，保

护壁垒的持续时间会更长一些。然而，随着民营

企业逐渐积累资本和学习技术，这一过渡性一旦

壁垒消失，曾受此庇护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便开始

受到市场中私营竞争者的威胁了。

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也逐渐改

变了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态度，表现为逐渐向大

中型工业企业推行破产制度以及“抓大放小”的

“关停并转”政策。对于曾经风光的大中型工业

企业，国家能够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少。这里一个

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大”的

定义有了改变，从而重新定义了可以在国家渠道

获取资源的企业的边界。在改革初期，统计局和

政府对于大中小型企业的划分标准主要是按产

品生产能力的大小或者按固定资产的原值来定

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关于大中小的定义是

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资产总额或者生产规模，而非

效率意义上的。在政府报告和官方媒体中一个

常用的统计口径便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因而大中

型企业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也深入了普通人的观

念。所以，“大”企业一开始是一个比较模糊抽象

的复合型指标，包括资产规模大，技术更复杂，对

于国家经济战略发展更重要，就业规模更大等，

而“小”则是“大”的相反面。

在市场化改革的第二个十年里，国家在“抓

大放小”的政策执行中对于“大”的定义有了变

化：资产和生产规模意义上的“大”转变成为绝对

市场垄断、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上的“大”。到90
年代末期，除了政策性垄断行业、自然垄断行业，

或者关乎社会安全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得以保存，

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在“抓大放小”这一轮国有经

济改革中被关闭。为了与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

和超大型企业进行区分，笔者把这部分经历了资

源先扩张再减少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称之为“过渡

型”企业。对于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和超大型企

业来说，随着市场发展，其资源来源始终保持稳

定，而“过渡型”企业则不能再从国家渠道获取

图１：辽宁省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内部与外部就业人数的变化（1979—2016）

（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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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展开。

四、渐进式改革：

双重资源渠道与政策调整

在上述的分析中，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改革初

期，在再分配体制下国家政策是如何经由单位制

度在东北地区塑造了一个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

主导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的，接下来要将市场化改

革这一“变量”纳入讨论。前文曾指出，在考察单

位制在渐进式改革中的变迁时，要着重分析的一

个变化是：单位获取资源的渠道从一开始的单一

渠道，变成了市场和国家共同配置资源的双重渠

道。区分出双重渠道，再加上单位制本身就存在

的异质性，渐变式改革就不是单一、抽象、均匀的

“渐变”，而是很可能呈现出多种时间性。

在双重渠道下，大中型工业企业一开始从两

种渠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都较强。因此，中国市

场经济起步的头十年，大多数国有企业并不是一

下子就受到新兴私营企业的威胁，反而显示出前

所未有的优越性。国有企业对于技术和原材料

的垄断造成了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卖方市场。不

过，这些企业的起始优势并非指高精尖的技术，

毋宁是指东北地区诸企业具备生产时钟、自行

车、彩电等基本消费品的基本生产原料、流水线

生产设施和组装知识，相较而言，刚刚起步的私

营经济显然不具备生产能力。重工业企业与生

产普通消费品的国有企业相比，具有额外的优

势，因为其原材料供应往往是受国家控制的，并

非随处可得，产品流通也多是依照计划进行。总

之，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拥有技术、人

员、原材料等优势，进而形成垄断壁垒，因此可以

在不完全市场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获取资源。

更重要的是，大中型工业企业从国家获取资

源的能力也较强。国家一方面认为这样的大企

业不能轻易破产，否则会挑战经济体制的合法

性，导致地方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国家还需要

大企业承担一些国家生产任务和计划，不能轻易

放开原材料供给和产品流通渠道。对比来看，在

双重渠道下，小型企业单位则具有双重劣势。主

要体现在：第一，在逐渐开放的市场竞争中，小企

业仍实行软预算约束政策，因而在管理上并不如

新兴的私营企业灵活、逐利，在从市场中获取资

源的竞争中没有优势；第二，国家认为小型企业

对地方社会稳定的影响较小，如果这些单位经济

陷入困境，国家并不会担心产生大规模的动荡，

于是在为小型单位提供资源上动力不足。

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大中型工业企业

享受市场垄断和国家保护的双重优势，经历了一

定程度的扩张。这一时期，政府允许企业逐步保

留其生产盈余，使得企业有权力自行处理从巨大

的卖方市场优势中取得的收入。不过，在用途上，

企业单位并没有把这些新获得的可自行支配的收

入投入到生产设备的改进之中，而是投入到为职

工建房和提供福利，改善职工居住环境和生活水

平，这也吸引了更多地方经济人口进入大中型工

业企业就业，尤其是重工业企业。因此，在改革

初期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非但没有缩

减，反而因其优势吸引了更多的适龄经济人口。

数据显示，在改革前十年，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在

东北地区吸引就业人口达到顶峰（见图1）。
尽管双重资源渠道使得大中型工业企业在

改革初期有了先发优势，但这一先发优势并不是

持续的，随着双重渠道的改变，大中型工业企业

汲取资源的能力也产生了变化。随后的时间里，

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市场的发展和国家对于国

有企业的态度转变逐渐挤压了大中型工业企业

的资源总量，这一双重资源的获取方式，也没有

能够持续为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稳定存续提

供保障。

一方面，就大中型工业企业身处其中的市场

而言，通过“进入壁垒”而获得的优势，是由企业

所处的行业特征所决定，如果某个行业的进入壁

垒是由于暂时的资金不足而无法购置必要设备，

或是体制外人员暂时无法获取生产技术而造成

的，那么经由这种保护壁垒从市场获取资源的优

势就不是持久性的。当然，如果技术和生产设施

比较复杂，比如重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那么，保

护壁垒的持续时间会更长一些。然而，随着民营

企业逐渐积累资本和学习技术，这一过渡性一旦

壁垒消失，曾受此庇护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便开始

受到市场中私营竞争者的威胁了。

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也逐渐改

变了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态度，表现为逐渐向大

中型工业企业推行破产制度以及“抓大放小”的

“关停并转”政策。对于曾经风光的大中型工业

企业，国家能够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少。这里一个

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大”的

定义有了改变，从而重新定义了可以在国家渠道

获取资源的企业的边界。在改革初期，统计局和

政府对于大中小型企业的划分标准主要是按产

品生产能力的大小或者按固定资产的原值来定

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关于大中小的定义是

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资产总额或者生产规模，而非

效率意义上的。在政府报告和官方媒体中一个

常用的统计口径便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因而大中

型企业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也深入了普通人的观

念。所以，“大”企业一开始是一个比较模糊抽象

的复合型指标，包括资产规模大，技术更复杂，对

于国家经济战略发展更重要，就业规模更大等，

而“小”则是“大”的相反面。

在市场化改革的第二个十年里，国家在“抓

大放小”的政策执行中对于“大”的定义有了变

化：资产和生产规模意义上的“大”转变成为绝对

市场垄断、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上的“大”。到90
年代末期，除了政策性垄断行业、自然垄断行业，

或者关乎社会安全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得以保存，

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在“抓大放小”这一轮国有经

济改革中被关闭。为了与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

和超大型企业进行区分，笔者把这部分经历了资

源先扩张再减少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称之为“过渡

型”企业。对于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和超大型企

业来说，随着市场发展，其资源来源始终保持稳

定，而“过渡型”企业则不能再从国家渠道获取

图１：辽宁省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内部与外部就业人数的变化（197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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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概言之，“过渡型”企业经历了一个资源来源

先增长，后逐渐平缓下滑，最终在 1997年前后突

然下降的过程。这一变化在东北地区体现为单

位就业人数的急剧减少。以辽宁省为例，其单位

就业在1992年达到顶峰（1021万人），然后开始缓

慢下降。剧烈下降是从 1997年开始的，仅这一

年，辽宁省就减少了294万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

1997—2002年共减少了523万。

上述的讨论表明，比较改革开启后的前两个

十年，东北地区大中型企业面对市场作为资源渠

道的扩张以及国家政策作为另一种资源渠道的

调整，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在第一个十年间，大

中型工业企业无论在资源总量还是成员数量上，

都呈现出扩张的态势，市场的冲击被此类企业的

技术和人员优势所带来的创造产值和就业岗位

的强势力量所“抵消”；在第二个十年，由于国家

政策对国有企业态度上的较大转变，以及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经过一轮扩张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开

始加速萎缩。对于“过渡型”企业来说，这一紧张

关系在90年代末达到顶峰。在这个意义上，国企

改革的时间线其实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业单位制

社会来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渐进式改革，而是

“过渡型”企业在 90 年代末期突然消失的“突

变”。下一部分将会讨论“突变”在东北地区产生

了怎样的后果。

五、工业单位制社会解体

与改革政策的非预期后果

20世纪 90年代末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突

变”产生了非预期后果。观察辽宁省的就业数据

可以发现：2008年辽宁省城镇就业人数为 1034
万，比起 1997年的 1138万，不但没有增加，还减

少了 104万。而 2008年辽宁省的GDP较 1997年

相比，则增长了近十倍，这说明经济总量增长并

没有成比例地拉动城镇就业。经过 2011—2014
年三年间的一轮非持续性增长以后，2016年的城

镇就业人数又回升至1082.6万，但仍低于1997年
的水平。国有及集体单位职工人数急剧减少，城

镇经济中单位外部就业人数自 2001年开始也没

有显著增加，但是进入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在

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中，1998—2013年浙江省城

镇单位外部就业人数平均年增长率为 16.1%（见

图2），辽宁省1998—2016年同一指标的平均年增

长率仅为 3%。在单位就业人数迅速下降的同

时，辽宁省城镇总就业规模——尤其是单位外部

的就业规模——却缓慢扩大了。90年代末的大

规模国企改革并没有在东北地区产生持续的单

位外部就业高速增长，辽宁省单位内部和外部就

业出现了一个近似剪刀状的趋势。这说明大量

的单位内部就业转移到单位外部之后，只是一个

纯粹的转移，并没有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能够

使得单位外部就业持续上升。笔者下面会说明，

其主要原因是“过渡型”企业消失后，东北地区产

生了一个两极化的就业结构。

（一）大规模下岗塑造地方化的自谋职业

上文提到，渐进式改革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平

均的过程，而单位人预判的改革进程也与改革真

实发生的时间线存在错位。“过渡型”企业的解体

对于单位人来说是突然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职工

在企业效益开始不好的时候，并没有马上离开单

位去寻找新的工作。一方面，单位人并不确定单

位的未来，或者说单位当时依靠的双重资源渠道

的未来。对单位人来说，在政治动荡以及就业危

机爆发的时候，单位曾经成功地维持了基层社会

的稳定，为他们提供工作和福利，承担了外部社

会的风险，因此，于情于理他们都很难想象单位

会消失。另一方面，企业改革是以经济效率为导

向的改革，而社会保险机构的建构则是落后的。

90年代劳动保险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完善。离

开单位，首先意味着这些单位人的工龄无法连续

计算，而且当时很多单位外的工作并不会为员工

缴纳社会保险，也不能接收档案。这些对未来的

不确定和制度的不完善都妨碍了单位职工离开

单位。

当“抓大放小”使得大多数“过渡型”企业不

再符合政策要求中的“大”进而关停并转时，对于

多数单位制社区来说，整个经济生活中心坍塌

了，造成了经济真空的局面。单位解体后，绝大

多数单位人都失去了工作，这也意味着整个以家

庭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坍塌了。在东北这样一个

工业单位制社会中，单位人被嵌入在一个以家庭

为中心并且集中于单位内部的社会网络结构，这

种内嵌于单位的社会网络给单位人带来的是高

度密集的、信息同质性强的、资源相近的强关系

网络，而缺少可以扩展到单位外部的弱关系网

络。与此同时，从整个社会的社会网络结构上来

看，单位人也较难成为跨越结构洞的经济行动

者。

被迫离开单位后，前单位职工大多难以在单

位之外找到合适的正式工作。除了上述提及的

由社会网络特点决定的因素外，职业技能的转化

也成了一大障碍。工厂内部虽然有一整套专业

化职工培训系统，但这一专业化机制不一定会得

到单位之外社会的普遍承认。换句话说，这其实

是两个系统间（传统工业单位内部和单位外新兴

市场经济）技能-地位的匹配方式是否能够等价

转换的问题。在单位社会和新产生的市场经济

之间，不同“技能”的可转换程度并不相同。技术

人员、会计师和技术工人在单位中培养的是“硬

技能”（hard skill），在单位外部很容易快速验证能

力。但由于在东北地区从事体制外技术类工作

工资较低，不少掌握技术的人员选择远走他乡，

到河北、东南沿海或者国外寻找工作机会，因为

那边工资更高，“挣钱比较容易”。

与之相对的，单位培养的“软技能”则难以得

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利用“软技能”晋升到单位

内部较高地位的工厂管理人员或者干部，离开单

位后大多难以找到合适的同等地位的正式工作，

因为他们很难快速证明自己的某项“软技能”掌

握得比别人更好。某人擅长工厂的“管理”工作，

对私人老板来说就没有太大吸引力，因为每个人

都可以声称自己对“管理”有所了解。即使是单

位制度“遴选”出来的，能力受到承认的，得以在

内部向上流动的人，离开单位后，也大多需要重

图２：浙江省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内部与外部就业人数的变化（1979—2013）
（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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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资源。

概言之，“过渡型”企业经历了一个资源来源

先增长，后逐渐平缓下滑，最终在 1997年前后突

然下降的过程。这一变化在东北地区体现为单

位就业人数的急剧减少。以辽宁省为例，其单位

就业在1992年达到顶峰（1021万人），然后开始缓

慢下降。剧烈下降是从 1997年开始的，仅这一

年，辽宁省就减少了294万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

1997—2002年共减少了523万。

上述的讨论表明，比较改革开启后的前两个

十年，东北地区大中型企业面对市场作为资源渠

道的扩张以及国家政策作为另一种资源渠道的

调整，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在第一个十年间，大

中型工业企业无论在资源总量还是成员数量上，

都呈现出扩张的态势，市场的冲击被此类企业的

技术和人员优势所带来的创造产值和就业岗位

的强势力量所“抵消”；在第二个十年，由于国家

政策对国有企业态度上的较大转变，以及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经过一轮扩张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开

始加速萎缩。对于“过渡型”企业来说，这一紧张

关系在90年代末达到顶峰。在这个意义上，国企

改革的时间线其实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业单位制

社会来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渐进式改革，而是

“过渡型”企业在 90 年代末期突然消失的“突

变”。下一部分将会讨论“突变”在东北地区产生

了怎样的后果。

五、工业单位制社会解体

与改革政策的非预期后果

20世纪 90年代末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突

变”产生了非预期后果。观察辽宁省的就业数据

可以发现：2008年辽宁省城镇就业人数为 1034
万，比起 1997年的 1138万，不但没有增加，还减

少了 104万。而 2008年辽宁省的GDP较 1997年

相比，则增长了近十倍，这说明经济总量增长并

没有成比例地拉动城镇就业。经过 2011—2014
年三年间的一轮非持续性增长以后，2016年的城

镇就业人数又回升至1082.6万，但仍低于1997年
的水平。国有及集体单位职工人数急剧减少，城

镇经济中单位外部就业人数自 2001年开始也没

有显著增加，但是进入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在

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中，1998—2013年浙江省城

镇单位外部就业人数平均年增长率为 16.1%（见

图2），辽宁省1998—2016年同一指标的平均年增

长率仅为 3%。在单位就业人数迅速下降的同

时，辽宁省城镇总就业规模——尤其是单位外部

的就业规模——却缓慢扩大了。90年代末的大

规模国企改革并没有在东北地区产生持续的单

位外部就业高速增长，辽宁省单位内部和外部就

业出现了一个近似剪刀状的趋势。这说明大量

的单位内部就业转移到单位外部之后，只是一个

纯粹的转移，并没有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能够

使得单位外部就业持续上升。笔者下面会说明，

其主要原因是“过渡型”企业消失后，东北地区产

生了一个两极化的就业结构。

（一）大规模下岗塑造地方化的自谋职业

上文提到，渐进式改革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平

均的过程，而单位人预判的改革进程也与改革真

实发生的时间线存在错位。“过渡型”企业的解体

对于单位人来说是突然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职工

在企业效益开始不好的时候，并没有马上离开单

位去寻找新的工作。一方面，单位人并不确定单

位的未来，或者说单位当时依靠的双重资源渠道

的未来。对单位人来说，在政治动荡以及就业危

机爆发的时候，单位曾经成功地维持了基层社会

的稳定，为他们提供工作和福利，承担了外部社

会的风险，因此，于情于理他们都很难想象单位

会消失。另一方面，企业改革是以经济效率为导

向的改革，而社会保险机构的建构则是落后的。

90年代劳动保险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完善。离

开单位，首先意味着这些单位人的工龄无法连续

计算，而且当时很多单位外的工作并不会为员工

缴纳社会保险，也不能接收档案。这些对未来的

不确定和制度的不完善都妨碍了单位职工离开

单位。

当“抓大放小”使得大多数“过渡型”企业不

再符合政策要求中的“大”进而关停并转时，对于

多数单位制社区来说，整个经济生活中心坍塌

了，造成了经济真空的局面。单位解体后，绝大

多数单位人都失去了工作，这也意味着整个以家

庭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坍塌了。在东北这样一个

工业单位制社会中，单位人被嵌入在一个以家庭

为中心并且集中于单位内部的社会网络结构，这

种内嵌于单位的社会网络给单位人带来的是高

度密集的、信息同质性强的、资源相近的强关系

网络，而缺少可以扩展到单位外部的弱关系网

络。与此同时，从整个社会的社会网络结构上来

看，单位人也较难成为跨越结构洞的经济行动

者。

被迫离开单位后，前单位职工大多难以在单

位之外找到合适的正式工作。除了上述提及的

由社会网络特点决定的因素外，职业技能的转化

也成了一大障碍。工厂内部虽然有一整套专业

化职工培训系统，但这一专业化机制不一定会得

到单位之外社会的普遍承认。换句话说，这其实

是两个系统间（传统工业单位内部和单位外新兴

市场经济）技能-地位的匹配方式是否能够等价

转换的问题。在单位社会和新产生的市场经济

之间，不同“技能”的可转换程度并不相同。技术

人员、会计师和技术工人在单位中培养的是“硬

技能”（hard skill），在单位外部很容易快速验证能

力。但由于在东北地区从事体制外技术类工作

工资较低，不少掌握技术的人员选择远走他乡，

到河北、东南沿海或者国外寻找工作机会，因为

那边工资更高，“挣钱比较容易”。

与之相对的，单位培养的“软技能”则难以得

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利用“软技能”晋升到单位

内部较高地位的工厂管理人员或者干部，离开单

位后大多难以找到合适的同等地位的正式工作，

因为他们很难快速证明自己的某项“软技能”掌

握得比别人更好。某人擅长工厂的“管理”工作，

对私人老板来说就没有太大吸引力，因为每个人

都可以声称自己对“管理”有所了解。即使是单

位制度“遴选”出来的，能力受到承认的，得以在

内部向上流动的人，离开单位后，也大多需要重

图２：浙江省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内部与外部就业人数的变化（1979—20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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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新开始，再次在就业市场上找寻工作。他们的前

半生在单位这个特定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系统中

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经验资历，在离开单位后，都

要受到怀疑，并无法直接使用于新的市场经济。

因此，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职工，离开单位后找

寻新工作都是困难重重。前单位人难以动用过

往积累的荣誉和单位对其工作态度的认可，模范

工人等奖励并不能作为单位外求职的筹码，这一

困境使得他们格外失落。“一老本实”的工作态度

不再重要，在单位外成功的准绳是快速积累财富

的能力，曾经的劳模奖状和搪瓷杯成为一代人集

体怀旧的文化符号。

由于就业机会稀缺，年龄不占优势，前单位

人都不得不自谋职业，且往往从事非正式工作，

四处打工，努力补贴家用，适应离开单位的生

活。假如时间充足，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自主就业

中或许能产生工业化在技术上的突破，甚至逐渐

发展出发达的民营企业。但是，外部环境首先

决定了这一波创业难以赶上市场扩张的速度以

及工业发展的速度。在世纪之交，最重要的市场

机会，或者说最广阔的市场空间，首先来自发达

国家对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出的廉价商品的

需求。这一广阔市场，经由全球性的生产中心的

转移，最先由东南沿海地区占据。与此同时，中

国内部未开发的巨大消费品市场也是一个有潜

力的市场，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温州商人便已辨

识并利用了这一市场空间，开始面向全国市场的

消费需求进行生产。再者，就工业发展而言，进

入 20世纪 90年代，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工业已

经逐渐和国际接轨，国外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及

其产品冲击着中国上一轮苏式工业化的遗产。

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环境中，几乎任何技术的突

破，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技术研发。中国的

新一轮工业化进入资本导向的快车道，其发展速

度和资本竞赛并不允许经济和技术缓慢发展。

速度慢、无资本，在中国当时的工业发展环境中，

就意味着落后。

在这样的残酷现实面前，东北地区失去了外

部市场优势和资本（以及资本所带来的技术）优

势，不仅缺少为海外生产的知识与实践，且国内

消费市场已被其他地区的商人占领先机，经济发

展举步维艰，其结局只能是：无法参与世界分工，

也无法自行开展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在这样的

结构背景下，90年代从单位体制中释放出的富余

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多数是低启动资金，材料易

得，技术含量低，仅满足地方消费需求的，包括打

零工，蹬三轮车，做点小买卖，如卖鞋、卖菜或者

卖雪糕等。

（二）以投资为中心的振兴政策

“抓大放小”政策施行后，东北产生了大规模

失业问题，中央政府担心影响地区社会稳定，决

心出手相助，从2003年开始，提出“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可是这一思路仍然是把东北地区当作

工业基地来振兴的，投资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

和已有的大型工业企业。这一主导政策一方面加

强了大型企业的主导性、经济的重型化，同时也

挤压了小型同行业企业的发展，并无助于新兴产

业的发展。

在这种取向的“振兴”之下，（超）大型重工业

企业得以保有了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结果是，

地方留存的生产型大企业多数是东北地区传统优

势的机械制造业，如沈阳机床、北方重工，或者是

国有控股的央企，如鞍钢、一汽。国家政策和地

方政府继续选择这些企业作为政策和资金投放的

主要领域，着力扶持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支持其继

续生产甚至扩大生产规模。值得注意的是，享受

如此“优厚待遇”的大型国企大多是集中在限制

进入型行业，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生产部门。

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东北地区的重点地方

企业大量举债，快速扩张。通过比较辽宁省和全

国平均水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负债扩张情

况可以发现，辽宁省的债务权益比由 2000年的

1.56增长到 2016年的 2.3，而 2016年全国平均水

平仅为 1.61，辽宁省国有经济负债率远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并且，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以及

投资项目是否有显著的效果，令人存疑。一个例

子是成立于 2004年 9月，2015年陷入债务危机处

于破产边缘的东北特钢。

东北剩余的大企业仍然是追求资产规模上

的“大”，试图打造“巨无霸型”企业。比如说沈

阳市留存的某大型机械制造公司便是整合了原

有的重型机械厂、矿山机械厂和起重运输机械厂

的资产和部分职工。笔者在访谈中得知，有一位

合并前的工厂职工，2004年下岗之后自己开了一

个小型设备制造公司。2008年左右这个小公司

在国家 4万亿投资的背景下效益不错，但近些年

受经济影响，订单量不多，主要业务是承接某大

型机械制造公司的外购订单。笔者也从该大型

公司的职工处了解到，他们在接下订单后，很多

单子都是给小公司生产，交给小公司生产的成本

比自己生产更低。这一情况也从侧面说明，第

一，这类巨无霸型企业虽说内含多个生产线，但

很多生产线效率不高，成本降不下来，留存在企

业内部也是浪费资源；另一方面，这类巨无霸企

业的存在也在挤压民营小企业的市场空间，客户

会认可大企业的品牌，而小企业失去了创立新品

牌，进一步成长的机会。

这轮资本型的振兴政策提升了工业资本存

量，也进一步加深了地方经济重型化程度。辽宁

省工业投资额由 2002 年的 565.73 亿元上升到

2010年的 7302.59亿元，增长了近 12倍，1999年

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为 64.5%，2004年达到新高点

83.5%，2010 年回到 80.5%。经过一轮改革过

后，地方上的重工业已经成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

图３：辽宁省工业总产值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年增长率对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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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始，再次在就业市场上找寻工作。他们的前

半生在单位这个特定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系统中

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经验资历，在离开单位后，都

要受到怀疑，并无法直接使用于新的市场经济。

因此，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职工，离开单位后找

寻新工作都是困难重重。前单位人难以动用过

往积累的荣誉和单位对其工作态度的认可，模范

工人等奖励并不能作为单位外求职的筹码，这一

困境使得他们格外失落。“一老本实”的工作态度

不再重要，在单位外成功的准绳是快速积累财富

的能力，曾经的劳模奖状和搪瓷杯成为一代人集

体怀旧的文化符号。

由于就业机会稀缺，年龄不占优势，前单位

人都不得不自谋职业，且往往从事非正式工作，

四处打工，努力补贴家用，适应离开单位的生

活。假如时间充足，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自主就业

中或许能产生工业化在技术上的突破，甚至逐渐

发展出发达的民营企业。但是，外部环境首先

决定了这一波创业难以赶上市场扩张的速度以

及工业发展的速度。在世纪之交，最重要的市场

机会，或者说最广阔的市场空间，首先来自发达

国家对于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出的廉价商品的

需求。这一广阔市场，经由全球性的生产中心的

转移，最先由东南沿海地区占据。与此同时，中

国内部未开发的巨大消费品市场也是一个有潜

力的市场，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温州商人便已辨

识并利用了这一市场空间，开始面向全国市场的

消费需求进行生产。再者，就工业发展而言，进

入 20世纪 90年代，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工业已

经逐渐和国际接轨，国外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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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环境中，几乎任何技术的突

破，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技术研发。中国的

新一轮工业化进入资本导向的快车道，其发展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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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残酷现实面前，东北地区失去了外

部市场优势和资本（以及资本所带来的技术）优

势，不仅缺少为海外生产的知识与实践，且国内

消费市场已被其他地区的商人占领先机，经济发

展举步维艰，其结局只能是：无法参与世界分工，

也无法自行开展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在这样的

结构背景下，90年代从单位体制中释放出的富余

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多数是低启动资金，材料易

得，技术含量低，仅满足地方消费需求的，包括打

零工，蹬三轮车，做点小买卖，如卖鞋、卖菜或者

卖雪糕等。

（二）以投资为中心的振兴政策

“抓大放小”政策施行后，东北产生了大规模

失业问题，中央政府担心影响地区社会稳定，决

心出手相助，从2003年开始，提出“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可是这一思路仍然是把东北地区当作

工业基地来振兴的，投资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

和已有的大型工业企业。这一主导政策一方面加

强了大型企业的主导性、经济的重型化，同时也

挤压了小型同行业企业的发展，并无助于新兴产

业的发展。

在这种取向的“振兴”之下，（超）大型重工业

企业得以保有了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结果是，

地方留存的生产型大企业多数是东北地区传统优

势的机械制造业，如沈阳机床、北方重工，或者是

国有控股的央企，如鞍钢、一汽。国家政策和地

方政府继续选择这些企业作为政策和资金投放的

主要领域，着力扶持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支持其继

续生产甚至扩大生产规模。值得注意的是，享受

如此“优厚待遇”的大型国企大多是集中在限制

进入型行业，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生产部门。

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东北地区的重点地方

企业大量举债，快速扩张。通过比较辽宁省和全

国平均水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负债扩张情

况可以发现，辽宁省的债务权益比由 2000年的

1.56增长到 2016年的 2.3，而 2016年全国平均水

平仅为 1.61，辽宁省国有经济负债率远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并且，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以及

投资项目是否有显著的效果，令人存疑。一个例

子是成立于 2004年 9月，2015年陷入债务危机处

于破产边缘的东北特钢。

东北剩余的大企业仍然是追求资产规模上

的“大”，试图打造“巨无霸型”企业。比如说沈

阳市留存的某大型机械制造公司便是整合了原

有的重型机械厂、矿山机械厂和起重运输机械厂

的资产和部分职工。笔者在访谈中得知，有一位

合并前的工厂职工，2004年下岗之后自己开了一

个小型设备制造公司。2008年左右这个小公司

在国家 4万亿投资的背景下效益不错，但近些年

受经济影响，订单量不多，主要业务是承接某大

型机械制造公司的外购订单。笔者也从该大型

公司的职工处了解到，他们在接下订单后，很多

单子都是给小公司生产，交给小公司生产的成本

比自己生产更低。这一情况也从侧面说明，第

一，这类巨无霸型企业虽说内含多个生产线，但

很多生产线效率不高，成本降不下来，留存在企

业内部也是浪费资源；另一方面，这类巨无霸企

业的存在也在挤压民营小企业的市场空间，客户

会认可大企业的品牌，而小企业失去了创立新品

牌，进一步成长的机会。

这轮资本型的振兴政策提升了工业资本存

量，也进一步加深了地方经济重型化程度。辽宁

省工业投资额由 2002 年的 565.73 亿元上升到

2010年的 7302.59亿元，增长了近 12倍，1999年

重工业产值的比重为 64.5%，2004年达到新高点

83.5%，2010 年回到 80.5%。经过一轮改革过

后，地方上的重工业已经成为典型的资本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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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意味着其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生产设备

或者资本的更新，而不会对拉动地方就业有显著

效果，或者说，几乎没有拉动作用。我们可以看

到，在工业总产值急速增长时，第二产业就业人

数波动不大。（见图3）
如果说中央政府在振兴东北时，是基于维持

社会秩序的考量，投入资金希望能够拉动地方经

济增长，结果却是这一资本主导的振兴意外地导

致地方经济的重型发展，维持了剩余大企业在地

方的主导地位，导致超大型工业企业内部效率低

下，一面依赖企业外同行业小型公司进行生产，

一面又挤压它们的发展空间，那么，地方政府又

在这轮改革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此一时期的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经济的

去工业化转型并不成功。除了抓住地方的重工

业企业，继续发展工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其他可

能性，东北地方政府并没有成体系的构想与计

划。即便涌现出一些新兴产业，比如鞍山“十二

五”规划中的激光产业，或者是“后工业经济”

（post-industrial economy）的尝试，再比如沈阳的

动漫产业基地等，由于与主导的重工业企业关联

度不高，缺少足够的产业链与社会生态支持，往

往尝试了几年也收效不大。政策红利期过后，如

水土不服的移植生物一样，“后工业”企业纷纷撤

离。地方政府多方试验，频繁更改产业规划，既

浪费了资金，也没有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5年，新华社就曾发文讨论这一现象，文章聚

焦了东北政府“试点帽子”满天飞，长官意志下的

“多变蓝图”，黯然退场的“盆景经济”问题等具有

东北特色的政治经济生态。

其次，21世纪初的一系列“振兴”政策实际上

集中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在“过渡型”企业解体

之后，地方政府却提升了其资源控制水平。原因

之一，是面对“过渡型”企业消失后的经济真空，

行政力量开始介入并对经济社会结构进行重塑，

加之向东北倾斜的中央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推

动，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触角得到增加与延

伸，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都有所扩大。此外，在

处理工厂解体中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冲突维稳过

程中，地方政府也实现了权力的集中。

（三）两极分化的就业结构，熟人网络关系的

重要性凸显

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结构重组东北的就

业市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况，一端是难以扩张

的较低技术含量的非正式就业，另一端是权力扩

大的政府事业部门和再度得以扩张的少数大型

国企。和前者相比，后者成为东北人心中的优质

工作（quality job），而想要进入政府部门或者大型

国企就业，往往需要关系。东北地区现存的好国

企和政府部门在招聘时多数时候是“单位说了

算”，除了必要的技术岗位走市场路线，高薪招聘

高级人才，其他职位的普通员工往往都是靠关

系。特别“吃香”的部门和职务还需要联系人职

位不普通，再加上一定的“买通费”，才可能进

入。这种关系网的深厚在没有消失的大型国企

中尤为突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内部人，

先天有进入这些工作地方的“门路”，如果是跨越

单位界限帮助子女就业，这时候就需要层层努

力，积极调动关系网络中的各种人脉，才能成功

找准“口子”，最终进入这些地方就业。

就业选择中的另一端——自主就业，并非是

当下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的首选。近些年

东北人自我调侃的“重工业烧烤，轻工业直播”的

现象，从侧面说明了东北地区正式工作机会的稀

缺。正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正式工作机会，直播

平台对于年轻人来说算是一个在收入上富有吸

引力的“不错选择”，这一点在东北内部的三四线

城市中尤为明显。这种偏好主要是基于他们对

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综合考量。在直播平

台上，东北的年轻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幽默，吸引

大量的观众，得到相应的收入，对他们而言，此种

就业途径并不需要去费力地调动熟人网络，而是

更具个体性的职业选择。

上述的两极就业结构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

有理想的，但是家庭没有能力、没有关系，或者不

愿意找关系的年轻人不愿意回东北就业。他们接

受了制度化的九年义务教育，经历了大学扩招，获

得了大学学历，更想从事一份专业化的工作，而东

北恰恰缺乏这类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岗位，因

此，大量东北年轻人前往北上广深奋斗。在这

样一个两极分化的就业结构的作用下，东北地区

一方面留不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另一方面

却强化了地方熟人网络的作用，进而再次重塑了

地方社会的结构：原先工业企业单位制社会下的

以家庭和单位为中心、，并以单位为边界的社会网

络，发展成了更具扩张性的，超越原有单位组织边

界的，弥散于整个社会的熟人网络。于是，渐进式

市场化改革非但没有打破原本高度密集的家庭网

络，反而是加强了熟人网络在地方社会中的重

要性。

六、结语

本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的单位

制社会更接近于国家控制资源，以单位边界做切

割的，单位成员对单位全面依赖的理想型总体性

社会。在改革初期，通过解决知青回城安置的就

业危机，地方上的工业单位吸纳了更多的经济人

口，强化了个人与家庭对单位的依赖，形成了一

个工业单位制社会，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成为地

方经济中心和就业中心，地方人员的社会网络、

工作内容以及社会流动围绕企业单位展开。

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在初期为企业单位提供

了国家-市场双重资源配置渠道，“过渡型”企业

经历了资源先上升后突然下降的过程。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推行的彻底的国企改革，使得很多

曾经在地方层面被认为是大中型企业的国有企

业——“过渡型”企业——不再符合国家对于

“大”的新的定义，于是在这场改革中成为需要被

改革的对象，导致东北地区最终剩余的工业力量

只有超大型国有企业，以及身处限制性进入行业

和高技术壁垒行业的国有企业。因此，这一时期

的改革对于东北地区的很多企业来说，是相对断

裂式的改变。

由于没有考虑到东北地区特殊的工业单位

制社会的社会结构，90年代末的改革未能成功推

进地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是产生了一系列非预

期性后果。离开了大中型企业的下岗人员，即使

从事自由职业或创业，也仅仅局限于经济规模较

小的、无技术含量的、地方化的就业。这样的工

作机会和经济活动虽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

的就业危机，但是对于地方的长期经济发展，并

没有太大的拉动效应。中央政府看到了东北地

区产生的失业问题和发展乏力的困难，决心出手

相救，施行了振兴政策，但振兴政策的思想仍然

把东北地区视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剩余的超大型

国有企业和垄断型国有企业仍然能在国家-市场

双重资源渠道中获益，并保有原有的优势。另一

方面，在振兴政策下，中央投入的资金受地方政

府支配，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触角，使其控制资源

的能力增强。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地方政

府也在应对工厂解体中的种种问题中实现了权

力的集中。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在开展具体的经

济工作时，除了延续以往的工业城市定位，并没

有提出具有发展眼光的新的经济转型计划，并且

在不持续的政策上浪费了大量资源。仅剩的少

数大型国有企业和权力扩张的政府部门，在东北

地区成为优势雇主和体面工作的主要来源。如

此，产生的两极化就业结构既挤出了受过正式教

育的缺少关系的年轻人，又无益于地方的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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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意味着其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生产设备

或者资本的更新，而不会对拉动地方就业有显著

效果，或者说，几乎没有拉动作用。我们可以看

到，在工业总产值急速增长时，第二产业就业人

数波动不大。（见图3）
如果说中央政府在振兴东北时，是基于维持

社会秩序的考量，投入资金希望能够拉动地方经

济增长，结果却是这一资本主导的振兴意外地导

致地方经济的重型发展，维持了剩余大企业在地

方的主导地位，导致超大型工业企业内部效率低

下，一面依赖企业外同行业小型公司进行生产，

一面又挤压它们的发展空间，那么，地方政府又

在这轮改革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此一时期的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经济的

去工业化转型并不成功。除了抓住地方的重工

业企业，继续发展工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其他可

能性，东北地方政府并没有成体系的构想与计

划。即便涌现出一些新兴产业，比如鞍山“十二

五”规划中的激光产业，或者是“后工业经济”

（post-industrial economy）的尝试，再比如沈阳的

动漫产业基地等，由于与主导的重工业企业关联

度不高，缺少足够的产业链与社会生态支持，往

往尝试了几年也收效不大。政策红利期过后，如

水土不服的移植生物一样，“后工业”企业纷纷撤

离。地方政府多方试验，频繁更改产业规划，既

浪费了资金，也没有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5年，新华社就曾发文讨论这一现象，文章聚

焦了东北政府“试点帽子”满天飞，长官意志下的

“多变蓝图”，黯然退场的“盆景经济”问题等具有

东北特色的政治经济生态。

其次，21世纪初的一系列“振兴”政策实际上

集中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在“过渡型”企业解体

之后，地方政府却提升了其资源控制水平。原因

之一，是面对“过渡型”企业消失后的经济真空，

行政力量开始介入并对经济社会结构进行重塑，

加之向东北倾斜的中央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推

动，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触角得到增加与延

伸，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都有所扩大。此外，在

处理工厂解体中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冲突维稳过

程中，地方政府也实现了权力的集中。

（三）两极分化的就业结构，熟人网络关系的

重要性凸显

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结构重组东北的就

业市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况，一端是难以扩张

的较低技术含量的非正式就业，另一端是权力扩

大的政府事业部门和再度得以扩张的少数大型

国企。和前者相比，后者成为东北人心中的优质

工作（quality job），而想要进入政府部门或者大型

国企就业，往往需要关系。东北地区现存的好国

企和政府部门在招聘时多数时候是“单位说了

算”，除了必要的技术岗位走市场路线，高薪招聘

高级人才，其他职位的普通员工往往都是靠关

系。特别“吃香”的部门和职务还需要联系人职

位不普通，再加上一定的“买通费”，才可能进

入。这种关系网的深厚在没有消失的大型国企

中尤为突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内部人，

先天有进入这些工作地方的“门路”，如果是跨越

单位界限帮助子女就业，这时候就需要层层努

力，积极调动关系网络中的各种人脉，才能成功

找准“口子”，最终进入这些地方就业。

就业选择中的另一端——自主就业，并非是

当下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的首选。近些年

东北人自我调侃的“重工业烧烤，轻工业直播”的

现象，从侧面说明了东北地区正式工作机会的稀

缺。正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正式工作机会，直播

平台对于年轻人来说算是一个在收入上富有吸

引力的“不错选择”，这一点在东北内部的三四线

城市中尤为明显。这种偏好主要是基于他们对

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综合考量。在直播平

台上，东北的年轻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幽默，吸引

大量的观众，得到相应的收入，对他们而言，此种

就业途径并不需要去费力地调动熟人网络，而是

更具个体性的职业选择。

上述的两极就业结构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

有理想的，但是家庭没有能力、没有关系，或者不

愿意找关系的年轻人不愿意回东北就业。他们接

受了制度化的九年义务教育，经历了大学扩招，获

得了大学学历，更想从事一份专业化的工作，而东

北恰恰缺乏这类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岗位，因

此，大量东北年轻人前往北上广深奋斗。在这

样一个两极分化的就业结构的作用下，东北地区

一方面留不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另一方面

却强化了地方熟人网络的作用，进而再次重塑了

地方社会的结构：原先工业企业单位制社会下的

以家庭和单位为中心、，并以单位为边界的社会网

络，发展成了更具扩张性的，超越原有单位组织边

界的，弥散于整个社会的熟人网络。于是，渐进式

市场化改革非但没有打破原本高度密集的家庭网

络，反而是加强了熟人网络在地方社会中的重

要性。

六、结语

本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的单位

制社会更接近于国家控制资源，以单位边界做切

割的，单位成员对单位全面依赖的理想型总体性

社会。在改革初期，通过解决知青回城安置的就

业危机，地方上的工业单位吸纳了更多的经济人

口，强化了个人与家庭对单位的依赖，形成了一

个工业单位制社会，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成为地

方经济中心和就业中心，地方人员的社会网络、

工作内容以及社会流动围绕企业单位展开。

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在初期为企业单位提供

了国家-市场双重资源配置渠道，“过渡型”企业

经历了资源先上升后突然下降的过程。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推行的彻底的国企改革，使得很多

曾经在地方层面被认为是大中型企业的国有企

业——“过渡型”企业——不再符合国家对于

“大”的新的定义，于是在这场改革中成为需要被

改革的对象，导致东北地区最终剩余的工业力量

只有超大型国有企业，以及身处限制性进入行业

和高技术壁垒行业的国有企业。因此，这一时期

的改革对于东北地区的很多企业来说，是相对断

裂式的改变。

由于没有考虑到东北地区特殊的工业单位

制社会的社会结构，90年代末的改革未能成功推

进地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是产生了一系列非预

期性后果。离开了大中型企业的下岗人员，即使

从事自由职业或创业，也仅仅局限于经济规模较

小的、无技术含量的、地方化的就业。这样的工

作机会和经济活动虽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

的就业危机，但是对于地方的长期经济发展，并

没有太大的拉动效应。中央政府看到了东北地

区产生的失业问题和发展乏力的困难，决心出手

相救，施行了振兴政策，但振兴政策的思想仍然

把东北地区视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剩余的超大型

国有企业和垄断型国有企业仍然能在国家-市场

双重资源渠道中获益，并保有原有的优势。另一

方面，在振兴政策下，中央投入的资金受地方政

府支配，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触角，使其控制资源

的能力增强。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地方政

府也在应对工厂解体中的种种问题中实现了权

力的集中。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在开展具体的经

济工作时，除了延续以往的工业城市定位，并没

有提出具有发展眼光的新的经济转型计划，并且

在不持续的政策上浪费了大量资源。仅剩的少

数大型国有企业和权力扩张的政府部门，在东北

地区成为优势雇主和体面工作的主要来源。如

此，产生的两极化就业结构既挤出了受过正式教

育的缺少关系的年轻人，又无益于地方的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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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人力资本优化。

在文章末尾，笔者想就东北的历史变迁进而

谈一下这一地区的现在和未来。在中国经济快

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曾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与城

市基础设施的东北地区，却没能从新一轮的全国

范围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重新分工中保持同速

增长，而成为第一个开始衰退的地区。20世纪的

东北地区经历了一条不同的现代性道路。先是

通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性现代化成为社

会主义工业现代性的先锋，其后在本土的渐进式

市场化改革与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重组的双重

背景下，又没能成功发展出以市场精神为主导的

现代性，建立起市场导向的关系，培育出契约精

神，反倒是承接并延续了一系列熟人社会的特点，

讽刺性地增强了熟人网络的作用。

在单位制、经济改革和地方市场发展几条主

线作用下产生的熟人社会中，仅仅提出强化法

制、契约精神，改善营商环境，是不是就能使东北

地区发展出市场精神？前几轮以经济效率为主

的改革并不成功的事实或许已经说明，不考虑一

个地区原本的社会结构、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

空谈市场精神的政策主张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本文将单位带入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这一历

史进程中的讨论，仅仅是重新认识东北社会变迁

的一次尝试。近代以来，地处东北亚各国交汇处

的东北地区，经历了多次内部与外界力量在政治

和经济方面的干预，仅就这一地区内部而言，在

空间与时间的向度上也存在诸多分化的情况有

待讨论，故而，从“单位”出发的分析或许只是理

解东北社会的一个线头。无论如何，笔者意图说

明的始终是，应当超越对于“单位制”和“市场社

会”作理想型的理解，进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才能有助于澄清变动中的东北社会，其问题与出

路究竟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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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概要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

第2期，第190页。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

织与国家》，第 563页。这里笔者并不是想遵循科尔奈

的“软预算约束”视角去批判转型中的国有企业的经济

低效性，而是强调把这一资源结构上的变化放回具体

的历史情境中考虑它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国营工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工业组织的称呼，

改革初期经历企业化改革后，这些工厂才改名为企

业。笔者尽量在行文中按照历史时期的分野使用符合

具体时期的称呼。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长春：吉林教

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页。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金属加工厂

职工陈启东，访谈时间：2017年9月26日。按照学术惯

例，本文中访谈所涉工业企业及人名皆作化名处理，以

下不再说明。

参见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载《吉林

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 年4 期，第58页。

不同于三大直辖市的知识青年采用跨省安置，由于

辽宁省拥有大面积的农业地区，知青往往是内部解

决。黑龙江省动员下乡人数仅次于辽宁省，但同时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安置了大量来自北京、上

海、天津等大中城市的知青。刘小萌：《中国知青史

——大潮（1966—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08—210页。

“上山下乡”经历 1966—1969年的高潮期后，有过一

段时间的停滞，1970—1973年这项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40 41



□

2019/06 开 放 时 代

□

专题 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型和人力资本优化。

在文章末尾，笔者想就东北的历史变迁进而

谈一下这一地区的现在和未来。在中国经济快

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曾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与城

市基础设施的东北地区，却没能从新一轮的全国

范围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重新分工中保持同速

增长，而成为第一个开始衰退的地区。20世纪的

东北地区经历了一条不同的现代性道路。先是

通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性现代化成为社

会主义工业现代性的先锋，其后在本土的渐进式

市场化改革与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重组的双重

背景下，又没能成功发展出以市场精神为主导的

现代性，建立起市场导向的关系，培育出契约精

神，反倒是承接并延续了一系列熟人社会的特点，

讽刺性地增强了熟人网络的作用。

在单位制、经济改革和地方市场发展几条主

线作用下产生的熟人社会中，仅仅提出强化法

制、契约精神，改善营商环境，是不是就能使东北

地区发展出市场精神？前几轮以经济效率为主

的改革并不成功的事实或许已经说明，不考虑一

个地区原本的社会结构、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

空谈市场精神的政策主张是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本文将单位带入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这一历

史进程中的讨论，仅仅是重新认识东北社会变迁

的一次尝试。近代以来，地处东北亚各国交汇处

的东北地区，经历了多次内部与外界力量在政治

和经济方面的干预，仅就这一地区内部而言，在

空间与时间的向度上也存在诸多分化的情况有

待讨论，故而，从“单位”出发的分析或许只是理

解东北社会的一个线头。无论如何，笔者意图说

明的始终是，应当超越对于“单位制”和“市场社

会”作理想型的理解，进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才能有助于澄清变动中的东北社会，其问题与出

路究竟为何。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②数据整理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③“The North-east：Back in the Cold，”The Economis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637449-after-pro-
mising- signs- renaissance- chinas- old- rustbelt- suffers-
big-setback-back-cold；《体制问题不解决，东北振兴是

纸上谈兵》，第一财经网，https://www.yicai.com/news/
5087033.html；《“经济跌落”寻因：心不思变“困”东北》，

载《中国经营报》2015年8月17日。

④美国“锈带”地区主要是指五大湖区周围一系列以重

工业为主的州，从纽约经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到密西

根湖岸。由于交通便利，这一地区在 20世纪 20年代起

步，50年代前后达到鼎盛，是当时美国的工业心脏，也

被称为“制造带”（manufacturing belt）。当时盛行的凯

恩斯经济政策，重视福利国家建设，意在维护社会稳

定，充分就业，尽量减轻周期性裁员的社会影响。而自

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美国制造业以来，更为灵活的新

型生产模式兴起，使得逐利的资本离开“锈带”地区，流

向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地区，如墨西哥、中国及美国阳光

地带（sun belt）。该地区经历了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

业，房价下跌，人口流失。高失业率和普遍的经济萎

靡，让曾经的制造带成为了“锈带”。

⑤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⑥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并不展开探讨这两种比较的实

证材料、机制分析和理论意义。本文主体的分析更接

近于历史社会学中的过程法（processual approach）和事

件法（eventful approach）。关于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

讨论，参见应星：《略论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载

《学海》2018年第 3期；Andrew Abbott，Processual Soci⁃

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William H.
Sewell Jr，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⑦关于单位制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刘建军：《单位中国：

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

出版社 2000年版；李路路、李汉林：《资源与交换：中国

单位制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4期；李路路、李汉林：《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 6期；李路路：《论“单位”

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5 期；Andrew G.
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

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1986；Lu Xiaobo & Elizabeth J. Perry，Dan⁃

wei，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e Sharpe，1997。
⑧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

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⑨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

织与国家》，第175页。

⑩李路路、李汉林：《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制组织中的

依赖性结构》；李路路、李汉林：《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

得》；Andrew G. Walder，Communist Neo- Traditional⁃

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式》，载《中国社会

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5期。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

织与国家》；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

机制》，载《社会学研究》1993 年第 5 期；李路路、王奋

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田毅鹏：《单位制与“工业主义”》，载《学海》2016年第

4期。

Morris L. Bian，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

tem in Modern China：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式》。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

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87—88页。

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

现象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

织与国家》。

刘平：《新二元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载《中国

社会科学》2007年第 1期；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

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

企业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孙立平：《总体性社会研究—— 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结

构的概要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

第2期，第190页。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

织与国家》，第 563页。这里笔者并不是想遵循科尔奈

的“软预算约束”视角去批判转型中的国有企业的经济

低效性，而是强调把这一资源结构上的变化放回具体

的历史情境中考虑它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国营工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工业组织的称呼，

改革初期经历企业化改革后，这些工厂才改名为企

业。笔者尽量在行文中按照历史时期的分野使用符合

具体时期的称呼。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长春：吉林教

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页。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金属加工厂

职工陈启东，访谈时间：2017年9月26日。按照学术惯

例，本文中访谈所涉工业企业及人名皆作化名处理，以

下不再说明。

参见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载《吉林

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 年4 期，第58页。

不同于三大直辖市的知识青年采用跨省安置，由于

辽宁省拥有大面积的农业地区，知青往往是内部解

决。黑龙江省动员下乡人数仅次于辽宁省，但同时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安置了大量来自北京、上

海、天津等大中城市的知青。刘小萌：《中国知青史

——大潮（1966—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08—210页。

“上山下乡”经历 1966—1969年的高潮期后，有过一

段时间的停滞，1970—1973年这项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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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1974年则再掀高潮，“厂社挂钩”的株洲经验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作为工业城市的株洲，下乡知青大多

数是工矿企业单位的职工子女，因此工矿企业厂社对

口，企业纷纷动员、安置知青到挂钩的农村社、队。 同

年，辽宁省也开始大力推广“厂社挂钩”和“知青对口下

乡”。企业单位扮演了动员任务的主角，简化了动员手

续，提高了动员效率。有关这段上山下乡的历史，参见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第

423—434页。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人民

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关于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的讨论，参见田毅鹏、李佩

瑶：《国企家族化与单位组织的二元化变迁》，载《社会

科学》2016年第8期；宋少鹏：《鞍钢二薄综合厂：厂办大

集体的前世今生》，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 9期。关于

这一时期单位子女就业政策的讨论，参见田毅鹏、李佩

瑶：《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载《江海学

刊》2014年第3期。这些“大集体”的前身很多便是先前

由企业建立的、以家属工为主力的“小集体”，而且这一

时期也确实产生了一批效益不错的集体企业。

辽宁省劳动局《劳动志》编辑室（编）：《辽宁劳动大事

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46页。

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1979—2000）》第

31卷（劳动·社会保障卷、人事卷），北京：方志出版社

2014年版，第68页。

关于国有企业和家族化的讨论，参见刘德寰：《当前

中国企业组织的传统特征》，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

5期；张翼：《国有企业家族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2年版，第 188页。张翼在三线城市工厂的调

查显示，有62%的已婚夫妻同厂工作。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机床厂职工

李志杰，访谈时间：2017年8月17日。

“一老本实”是笔者访谈中经常听到访谈对象描述当

时的模范职工的用语，即老老实实。。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皮革机械厂

职工关瑞，访谈时间：2017年5月19日。

笔者受到田毅鹏对东北社会的定义——“典型单位

制”社会的启发，但与他有所不同。“典型单位制”的提

法出于田对超大型工业社区的理解，田认为“在一五计

划推进过程中，东北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超大密集

型企业集团，成为新中国工业化最具‘典范’意义的地

区，对典型单位制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笔者

提出“工业单位制社会“的概念，是一个更具历史性的

分析概念，更加侧重单位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互动互

构的一面，而非形态和结构上的“典范”意义。笔者这

里定义的是东北社会在改革初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地

方工业单位在解决就业危机之后把大量经济人口进一

步充入工厂单位内部，才使得这样一个“工业单位制社

会”达到顶峰，而不是认为“一五”计划建起的作为典型

示范的工厂就决定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特征。而且正如

笔者下文会提到，影响东北地方社会结构的不仅仅是

只有超大型企业，还有大量的“过渡型”企业。参见田

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载《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2007 年4 期，第56—62页。

改革初期，人们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城里

的工厂，由于仍旧垄断着生产紧缺商品的技术，其产品

在80年代供不应求，钟表、自行车、洗衣机、电视机等商

品需要排队购买。大工厂生产的难度更高的稀缺金

属、机床、机械和电器设备更是如此，因为除了技术，生

产这些产品的原料还是由国家控制供应的。80年代在

工厂工作过的人都会回忆起那时生产的红火，商品出

售要召开一年两次的全国订货会。订货会这种形式的

存在也说明，对这些工厂来说，他们在市场化改革初期

面对的是一个需求旺盛、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

一个直接的例子是，1986年第一例国有企业破产案

例在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推行，在破产制度缓慢推行的

进程中，一开始只局限于集体企业和小型国有企业。

1978—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从 3.6
平方米增加到 7.8平方米，增加了一倍多，其中大部分

资金来自企业投资，企业自有住房占城市住房总量的

比例也迅速上升。参见 Barry Naughton，“Danwei：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a Unique Institution，”in Lu
Xiaobo & Elizabeth J. Perry（ed.），Danwei：The Chang⁃

ing Chinese Working Plac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

tive，pp. 169-194。
不同行业有不同划分标准，参见国务院全国工业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5年工

业普查资料》第 1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年版，

第7页。

关乎社会安全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如鞍钢等大型央

企，参考刘平等对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的讨论（刘平、

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

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刘平把限制介入

性国有企业依赖资源的性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赖

自然性资源（如稀缺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另一类是

依赖制度性资源（如铁路、民航、电力、军工等部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为了更接近再分配体制中的单位就业人数，笔者首

先计算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职工就业总数，作为单

位内部就业衡量的指标，对于单位外部就业，则用城镇

就业人数减去单位就业人数。辽宁省和浙江省的数据

都是如此计算。2008年以前两省的数据来自《新中国

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8年以后的数据来自中国统

计出版社出版的《辽宁统计年鉴》（2009—2017 年）和

《浙江统计年鉴》（2009—2014年）。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电缆厂职工

陈红军，访谈时间：2017年10月18日。

关于结构洞和弱关系的讨论，参见 Mark S. Granovet⁃
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78，No. 6，1973，pp. 1360-1380；Ron⁃
ald S. Burt，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比如车工只需要按照雇佣者的要求车一个有一定难

度的特定零件，便可看出水平。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电缆厂职工

韩启山，访谈时间：2017年5月19日。

软技能的定义很多，这里笔者更多指的是与个性、态

度和行为相关的技能、能力和特点，而不是正式的或技

术性的知识。关于软技能的概念，可参考Katherine S.
Newman，Chutes and Ladders：Navigating the Low-

Wage Labor Marke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
351。这样的软技能往往不是由正式文凭或者证书所

定义的。虽说 80年代东北单位人热衷于参加成人教

育，考取证书或者得到函授文凭，这类文凭在幸存的大

中型企业中仍是作为提升的重要证据，但对于离开了

这些企业的单位人，这类文凭的通用性和实用性便受

到怀疑。

比如，一位在前开关厂从事库存管理工作的干部，离

开工厂后，很难再找到一份库存管理的工作，而只能从

事体力劳动。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开

关厂职工朱瑛，访谈时间：2017年10月11日。

之前也有学者关注过东北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

参见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

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载《中国社

会科学》2003年第5期。

自主就业听起来与企业家创业有所类似，都需要寻

求机会并且当自己的老板。在工业资本主义诞生的初

期（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富余，并

且就业不足，再加上超越欧洲范围的世界市场的出现，

使得家庭经济转向大规模生产手工艺品，在农村实现

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这种富余劳动力的自主就业运

动，曾经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
alization）。 参 见 Hans Medick，“The Proto- 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The Structural Function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asant Society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Social History，Vol. 1，No. 3，
1976，pp. 291-315。
非生产型的国有企业包括垄断行业国企，如电力和

铁路企业。

基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各年数据计算，http://data.
stats.gov.cn/index.htm。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是东北首家跨省重组的大

型企业集团，重组了辽宁省的抚顺特钢和大连特钢，还

有黑龙江省的北满特钢。东北特钢于2008年开始的大

规模举债扩张，最终使其陷入了无法偿还到期债券的

危机。

这种对巨无霸企业的追求早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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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1974年则再掀高潮，“厂社挂钩”的株洲经验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作为工业城市的株洲，下乡知青大多

数是工矿企业单位的职工子女，因此工矿企业厂社对

口，企业纷纷动员、安置知青到挂钩的农村社、队。 同

年，辽宁省也开始大力推广“厂社挂钩”和“知青对口下

乡”。企业单位扮演了动员任务的主角，简化了动员手

续，提高了动员效率。有关这段上山下乡的历史，参见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第

423—434页。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人民

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关于东北地区厂办大集体的讨论，参见田毅鹏、李佩

瑶：《国企家族化与单位组织的二元化变迁》，载《社会

科学》2016年第8期；宋少鹏：《鞍钢二薄综合厂：厂办大

集体的前世今生》，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 9期。关于

这一时期单位子女就业政策的讨论，参见田毅鹏、李佩

瑶：《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载《江海学

刊》2014年第3期。这些“大集体”的前身很多便是先前

由企业建立的、以家属工为主力的“小集体”，而且这一

时期也确实产生了一批效益不错的集体企业。

辽宁省劳动局《劳动志》编辑室（编）：《辽宁劳动大事

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346页。

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1979—2000）》第

31卷（劳动·社会保障卷、人事卷），北京：方志出版社

2014年版，第68页。

关于国有企业和家族化的讨论，参见刘德寰：《当前

中国企业组织的传统特征》，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

5期；张翼：《国有企业家族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2年版，第 188页。张翼在三线城市工厂的调

查显示，有62%的已婚夫妻同厂工作。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机床厂职工

李志杰，访谈时间：2017年8月17日。

“一老本实”是笔者访谈中经常听到访谈对象描述当

时的模范职工的用语，即老老实实。。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皮革机械厂

职工关瑞，访谈时间：2017年5月19日。

笔者受到田毅鹏对东北社会的定义——“典型单位

制”社会的启发，但与他有所不同。“典型单位制”的提

法出于田对超大型工业社区的理解，田认为“在一五计

划推进过程中，东北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超大密集

型企业集团，成为新中国工业化最具‘典范’意义的地

区，对典型单位制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笔者

提出“工业单位制社会“的概念，是一个更具历史性的

分析概念，更加侧重单位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互动互

构的一面，而非形态和结构上的“典范”意义。笔者这

里定义的是东北社会在改革初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地

方工业单位在解决就业危机之后把大量经济人口进一

步充入工厂单位内部，才使得这样一个“工业单位制社

会”达到顶峰，而不是认为“一五”计划建起的作为典型

示范的工厂就决定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特征。而且正如

笔者下文会提到，影响东北地方社会结构的不仅仅是

只有超大型企业，还有大量的“过渡型”企业。参见田

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载《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2007 年4 期，第56—62页。

改革初期，人们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城里

的工厂，由于仍旧垄断着生产紧缺商品的技术，其产品

在80年代供不应求，钟表、自行车、洗衣机、电视机等商

品需要排队购买。大工厂生产的难度更高的稀缺金

属、机床、机械和电器设备更是如此，因为除了技术，生

产这些产品的原料还是由国家控制供应的。80年代在

工厂工作过的人都会回忆起那时生产的红火，商品出

售要召开一年两次的全国订货会。订货会这种形式的

存在也说明，对这些工厂来说，他们在市场化改革初期

面对的是一个需求旺盛、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

一个直接的例子是，1986年第一例国有企业破产案

例在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推行，在破产制度缓慢推行的

进程中，一开始只局限于集体企业和小型国有企业。

1978—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从 3.6
平方米增加到 7.8平方米，增加了一倍多，其中大部分

资金来自企业投资，企业自有住房占城市住房总量的

比例也迅速上升。参见 Barry Naughton，“Danwei：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a Unique Institution，”in Lu
Xiaobo & Elizabeth J. Perry（ed.），Danwei：The Chang⁃

ing Chinese Working Plac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

tive，pp. 169-194。
不同行业有不同划分标准，参见国务院全国工业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5年工

业普查资料》第 1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年版，

第7页。

关乎社会安全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如鞍钢等大型央

企，参考刘平等对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的讨论（刘平、

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

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刘平把限制介入

性国有企业依赖资源的性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赖

自然性资源（如稀缺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另一类是

依赖制度性资源（如铁路、民航、电力、军工等部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为了更接近再分配体制中的单位就业人数，笔者首

先计算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职工就业总数，作为单

位内部就业衡量的指标，对于单位外部就业，则用城镇

就业人数减去单位就业人数。辽宁省和浙江省的数据

都是如此计算。2008年以前两省的数据来自《新中国

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8年以后的数据来自中国统

计出版社出版的《辽宁统计年鉴》（2009—2017 年）和

《浙江统计年鉴》（2009—2014年）。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电缆厂职工

陈红军，访谈时间：2017年10月18日。

关于结构洞和弱关系的讨论，参见 Mark S. Granovet⁃
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78，No. 6，1973，pp. 1360-1380；Ron⁃
ald S. Burt，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比如车工只需要按照雇佣者的要求车一个有一定难

度的特定零件，便可看出水平。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电缆厂职工

韩启山，访谈时间：2017年5月19日。

软技能的定义很多，这里笔者更多指的是与个性、态

度和行为相关的技能、能力和特点，而不是正式的或技

术性的知识。关于软技能的概念，可参考Katherine S.
Newman，Chutes and Ladders：Navigating the Low-

Wage Labor Marke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
351。这样的软技能往往不是由正式文凭或者证书所

定义的。虽说 80年代东北单位人热衷于参加成人教

育，考取证书或者得到函授文凭，这类文凭在幸存的大

中型企业中仍是作为提升的重要证据，但对于离开了

这些企业的单位人，这类文凭的通用性和实用性便受

到怀疑。

比如，一位在前开关厂从事库存管理工作的干部，离

开工厂后，很难再找到一份库存管理的工作，而只能从

事体力劳动。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前开

关厂职工朱瑛，访谈时间：2017年10月11日。

之前也有学者关注过东北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

参见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

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载《中国社

会科学》2003年第5期。

自主就业听起来与企业家创业有所类似，都需要寻

求机会并且当自己的老板。在工业资本主义诞生的初

期（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富余，并

且就业不足，再加上超越欧洲范围的世界市场的出现，

使得家庭经济转向大规模生产手工艺品，在农村实现

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这种富余劳动力的自主就业运

动，曾经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
alization）。 参 见 Hans Medick，“The Proto- 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The Structural Function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asant Society to
Industrial Capitalism，”Social History，Vol. 1，No. 3，
1976，pp. 291-315。
非生产型的国有企业包括垄断行业国企，如电力和

铁路企业。

基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各年数据计算，http://data.
stats.gov.cn/index.htm。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是东北首家跨省重组的大

型企业集团，重组了辽宁省的抚顺特钢和大连特钢，还

有黑龙江省的北满特钢。东北特钢于2008年开始的大

规模举债扩张，最终使其陷入了无法偿还到期债券的

危机。

这种对巨无霸企业的追求早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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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作为“现代”纪念碑的老城

便有苗头。当时兴建企业集团，把同一个工业局的多

个企业捆绑在一起，打造行业企业集团。这一举动的

背后原则是“造大船“，虽说“船小好调头”，但是船大可

以抗风浪。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某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经理李海峰，访谈时间：2017年7月27日。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某大型机械制造

公司职工陈杰，访谈时间：2018年7月13日。

鲍振东等：《辽宁工业经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4年版，第728—729页。

《聚焦“东北经济病灶”》，新华网，http://www.xinhua⁃
net.com/syzt/dbjjbz/。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某大型国企高管

陈峰，访谈时间：2017年6月3日。

辽宁省沈阳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信号厂退休职工

刘玉清，访谈时间：2017年7月5日。

关于东北青年的身份认同和喜剧实践，参见刘岩：

《新世纪东北喜剧的师／父表述与青年主体再生产》，

载《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北京市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北京某网络公司职工吴

鹏飞，访谈时间：2017年8月10日。

责任编辑：刘 琼

专题 作为“现代”纪念碑的老城

作为“现代”纪念碑的老城
——历史化边缘视角下的东北区域变迁及现代性问题

■ 刘 岩

刘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Liu Yan，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Interna⁃
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内容提要］聚焦现代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中心城市讨论区域整体，是现代东北研究的常规视角。以克

服该视角导致的本质主义叙事为目的，本文尝试从历史化边缘切入东北区域的形成、变迁及其现代性问

题。所谓历史化边缘，具体指的是塑造开原老城这一当下边缘空间的历史过程。梳理从古代边疆要冲开

原城到现代边缘镇街老城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开原老城因为东北内亚边疆的现代化而丧失自己的传

统优势的时刻，正是东北作为现代区域形成和作为亚洲工业文明的前沿而崛起的时刻。另一方面，老城

的衰败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其工业废墟铭刻着它在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时代改变衰败命运的历史

可能性。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意义，不在于区域自身的发展成就，而在于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另类

现代性逻辑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老城当下的凋敝空间实际上是两种“现代”的历史铭文，一是塑

造了工业化东北的主流现代历史趋势，一是使东北成为“共和国长子”的另类现代性。

［关键词］东北 开原老城 区域变迁 历史化边缘 现代性

一、引言

2017年夏秋之际的清晨，在辽宁开原老城的

塔子胡同，常能看到一位老牧羊人和在旷野上吃

草的羊群。牧羊人将近六十岁，是老城本地人，

过去一直在城外的清河河滩放羊，如今不用出

城，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片牧场，这是开原古城

复建工程给他带来的意想不到的便利。整体复

建开原古城的计划是在2007年正式启动实施的，

据当时媒体报道，“开原古城界定面积 3.77平方

公里，城内面积 3平方公里，为全国县级古城之

最”，除重建古城城墙外，城内“设有四国皇宫、黄

龙府、总兵府和 36座庙宇等景观”。①为了打造

所谓“四国故都，五朝重镇”，开原市政府对老城

进行了大规模拆迁。以城内十字大街为界，老城

划分为四大片区，截至 2012年（进行了范围最大

的一次拆迁），南大街以西、西大街以南的居民住

宅，除个别钉子户外，几乎被拆除殆尽。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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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ast Eurasia as a Historical Centre：A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theast

China 13

Song Nianshen

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from a longue durée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a marginal region，this part of Eurasia was a central area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rich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region cannot be monopolized by any single nation-state in contemporary era. Instead，

we should restore the local dynamics in a broad geographical，political，economic，and social context. In the

course of thousands of years，several dynasties and empires have emerged here，making it one of the main driv-

ing forces of early globalization. More importantly，this frontier region directly stimulated the processes of na-

tion build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its vicinity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and became a testing ground of mo-

dernity for many countr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Japan，China，North Korea，South Korea，and Russia be-

gan to re-recognize the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of this multilateral frontier and look on it as an important entry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cooperation. However，only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his-

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would allow us to gain insight into its social and ecological structure and real-

ize why it is deeply problematic if the frontier building efforts focused exclusively on economy and marketiza-

tion.

Keywords：northeast Eurasia，frontier，nation-state，globalization，modernity

The Industrial Work-Unit Society in Northeast China and Its Transformation：A Historical Sociologi-

cal Examination 25

Xie Wen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trajectory of socio-economic trans-

for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b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work-unit（danwei）system and the in-

cremental market- oriented reform. Transcending the ideal- type description of danwei，the article underscores

the heterogeneity within the danwei system，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local society，and un-

even nature of the incremental market reform. In northeast China，the abundance of factories established fo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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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enabled the formation of an“industrial danwei society”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arket

reform. Against such a backdrop，the radical reform of the state sector in the 1990s produced a series of unin-

tended consequences. The collapse of medium- and large-sized enterprises led to a concentration of power to the

local government，engendered a polarized employment structure，reinforced the importance of guanxi，and ini-

tiated the exodus of young professionals. Rather than witnessing the rise of market ethos，northeast China has

morphed into an acquaintance society in the reform era.

Keywords：work-unit system，incremental reform，northeast China，historical sociology

The Kaiyuan Old City as A“Modern”Monument：Regional Change and the Issue of Modernity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rginalization 45

Liu Yan

Abstract：It is a well- established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modern northeast China to focus on the modern

transportation hubs，industrial bases and central cities of the entire region.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essentialism

of this perspective，the author attempts to track the formation，change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reg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rginalization. By“historical marginalization”is mean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current marginalized Kaiyuan Old City was shaped. From an ancient frontier hub to the modern peripheral

old town，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Kaiyuan shows that the time when it lost its traditional advantage du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ortheast inner Asian frontier was exactly the time when northeast China rose as a modern

region and the frontier of Asi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the decline of the old city is not a lin-

ear process，and its industrial ruins are standing memorials of the historical possibility of changing a falling des-

tiny in a time when northeast China enjoyed its prime as the“eldest son of the Republic.”The significance of

northeast China as the“eldest son of the Republic”lies not in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f the region itself，

but in its key role in the alternative modernity logic of socialist China. Therefore，the current desolate Kaiyuan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inscription of two modernities：the well-established modernity shaping the industri-

al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alternative modernity bringing northeast China up as the“eldest son of the Republic.”

Keywords：northeast China，Kaiyuan Old City，regional change，historical marginalization，modernity

The“Northeast Phenomenon”as A Developmental Proposition：Thirty Years of Study on the“North-

east Phenomenon” 54

Tian Yipeng & Kang Wenjia

Abstract：Since the 1990s，as propositional summaries of the studies of regional social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the authoritative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have fol-

lowed the“phenomenological logic”to carry out continuous tracking research and policy interventions with re-

gard to the dilemma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China and have successively put forward such

propositions as“the northeast phenomenon，”“the new northeast phenomenon，”and“the new northeast phe-

nomenon”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These propositions profoundly reveal the char-

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They also explain the occurrence of the northeast phenomenon and how it becomes an issue. However，in deal-

ing with such a complicated issue，some views have gone astray. In exploring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northeast phenomenon”and the road to regional revitalization，we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 goal of the revival

of northeast China is not to restore its status as the economic center in the planned economy，but to put it on a

par with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corporate it in the larger system of national reform

and opening up. On the basis of reform，innovation and adjustment，the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will be revitalized to become a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model.

Keywords：developmental proposition，northeast phenomenon，new northeast phenomenon，economic new

normal，northeast revival

HUMANITIES

Transcending the“China-West”Dichotomy in Social Science 67

Liang Yongjia

Abstract：The paper challenges the“China-west”dichotomy that underlies the“sinocentric turn”in the contem-

porary Chinese social science，as demonstrated in the opinions of a few influential scholars. According to these

scholars，the call for a retur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entails a disengagement from the current studies

which they dismiss as“western theories”unsuitable to China. However，such a return is too limited by Chinese

social realities，too simplified by an either-or dichotom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and therefore too far re-

moved from the universal quest typical of good social scien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eturn to Chinese tradi-

tional scholarship，critical as it is in re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must transcend the“China-west”di-

chotomy and keep the universalist commitment of social science always in sight.

Keywords：China-west dichotomy，Sinocentrism，the West，neither Chinese nor western

A New Essay on the Structur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amily and State 81

Wang Songlei & Ma Hua

Abstract：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are structurally different in the West but isomorphic

in China.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accumulating scholarship on family-state relationship，we find that both struc-

tural difference and isomorphism of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exist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The terms of“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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